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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晓阳

　　 [摘要] 　本文以整体主义的进路讨论与草原共有地的治理有关的问题。基

于实地调查的材料 , 本文首先讨论治理草原退化的经济学主流方案的假设前提:

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语境限制性。其次 , 本文指出 , 与 “共有地悲剧” 论看似相反

的奥斯特罗姆模式 , 实际上与前者的方法论前提和假设是一致的 , 解释力也是有

限的。再次 , 本文引用民族志资料 , 从一个牧业社区的历史过程和社会制度 , 讨

论那里的草原共有地管理以及草场管理规则的 “混乱” 。最后 , 本文将秩序建立

等 “宏大问题” 与牧业生计特征和牧人的时间地理现实等联系起来讨论。

　　 [关键词] 　法律人类学;共有地;整体论;方法论个体主义;时间地理现实

　　 [中图分类号] 　D90 - 052 /C912. 69　　　　 [文献标识码] 　A

方法论个体主义———曲终人散之后的问题

　　这篇文章将描述一个依照公认的经济学法则实施的项目陷入的困境 , 这些经济学法则就是关于产

权和共有地管理的理论 。困境使我意识到 , 这些法则的一个致命问题是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前提。 这个前

　　*　本文曾提交 “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二届研讨会　———法学与人类学的对话” (2006 年 5 月 20 ～ 21

日 , 北京大学), 得到刘世定的批评 , 在此谨表谢意。但作者对本文的观点和内容负完全责任。



提或原初条件似乎在经济学中从来被不假思索地接受 , 它也是现代司法理念的起点。

这样来开始写一篇文章 , 意味着我们必须先对方法论个体主义前提的合理性作一番辨析。如此写过

后 , 我有些怀疑自己是否看走了眼:这仍是一个值得争论的问题吗  “方法论个体主义不能充当普适性

的社会科学研究起点” 不是一个常识吗  这个常识竟然还有再谈的必要吗  应当承认 , 到目前为止 , 我

对这一个问题的学术争论梳理得不够。① 而基于有限的见识 , 我觉得目前对此问题解决得最尽人意的是

安东尼 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进路。②

吉登斯在批评方法论个体主义时称:“只要以结构二重性观念为出发点 , 使动与制约之间的关系在

逻辑层面上还是相当容易说清楚的。历史并非 ‘不受辖制的人的实践活动’ , 而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时间

性 , 与结构性特征之间是相互型塑的关系 , 并包含了多种不同的权力形式。” ③

我认为当代经验主义传统的整体论对此问题也有很好的解答。简言之,这也是我采取的研究进路。这一进

路的传统始自维特根斯坦关于“规则” 、“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的哲学观点④, 终于以 “整体主义” 冠名的

后蒯因经验主义⑤。彼德. 温奇根据维特根斯坦的 “意义在于使用之中” 的思想 , 概括出整体主义的基

本论点。温奇指出:“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而描述它如何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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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人类学中最近讨论过这个问题的是 Nigel Rappor t和 Joanna Ove ring 的 Social and Cultural An-
thropo lo gy:The Key Concepts。这本书出版于 2000 年。两位作者基本上持方法论个体主义立场。(见奈
杰尔 拉波特 , 乔安娜 奥弗林 .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 M] . 鲍雯妍 张亚辉译 , 北京:华夏出
版社 , 2005. 152～ 153.) 我所见到的中文学者讨论这一问题的文章是叶启政的 《个体化社会的理论蕴
涵　———迈向修养社会学》一文 。(载于叶启政. 社会理论的本土化建构 [ M] .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 209～ 246.) 叶文首次发表的时间是 2004 年。叶文的立场也是偏向个体主义的。叶氏以 “个体
化” 来作为其倡导的 “修养社会学” 的框架。

关于 “结构二重性” , 可见 Anthony G iddens , Central P roblems of Social Theories;或安东

尼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 M] . 李康 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以及吉登斯. 社会学方法的新

规则 [ M]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安东尼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M] . 李康 李猛译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335.

对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进行阐发 , 并使之直接与社会学和人类学相联系的是彼德. 温奇(Peter
W inch).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A] . 社会科学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第二版)[ M ] . 张庆熊 张
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虽然维特根斯坦研究者贾可.辛提卡(Jakko Hintikka)认为温奇对维
特根斯坦的解读也是成问题的(见辛提卡. 维特根斯坦[ M] .方旭东译 , 北京:中华书局 , 2002. 84.),但这不
妨碍我们将温奇的观点当作一种温奇式的维氏哲学阐释。我认为这也是一种有解释力的知识论方案。

属于这一进路的部分哲学家及其哲学的冠名是:“整体性哲学”(蒯因)、“融贯论”(戴维森)、“外
在融贯论”(麦克道尔)、“基础融贯论”(哈克)和“内在实在论”(普特南)等 。他们的有关作品是:蒯因. 从逻

辑的观点看[ M ]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1987. 19 ～ 43. Davidson:Inquires into T ruth and Inte rpretation ,
Oxfo rd:Clarendon P ress , 1985;唐纳德 戴维森. 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 A] . 陈波 韩林合. 逻辑与语言

　———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C] . 上海:东方出版社 , 2005. 557 ～ 577. ;John McDow ell:Mind and World(w ith

a new introduction),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6;苏珊 哈克.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
构[ M] . 陈波 张力锋 刘叶涛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4. ;希拉里 普特南(Hilary Putnam). 理
性 、真理与历史[ M] .童世骏 、李光程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5. 在这个名单中也可以包括约翰 塞
尔(John Sear le)的制度性实在论 (见塞尔. 心灵 、语言与社会[ M]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1)。一般类
如笔者的非哲学界人会将罗蒂作为整体主义的哲学家 ,而且罗蒂认为自己与以上其他人属于同一类哲学 。
(关于此 ,可见罗蒂的《哲学与自然之镜》中关于罗蒂哲学与戴维森哲学的关系。)但是以上名单中的哲学家
都认为自己与罗蒂的哲学间存在距离。有关于此 ,可见哈克的《证据与探究:走向认识论的重构》一书中对
所谓罗蒂式“庸俗实用主义”的批评。 James Bohman在 New Philo sophy of Socia l Science一书中 , 对罗蒂与
以上哲学家的区别分别冠以“强整体主义”(strong holism)和“弱整体主义”(weak holism)。 Bohman 认为 ,
类似的“强”和“弱” 的界限 , 也可以用来区分 James Clifo rd 和 Clifo rd Geer tz 的整体主义。 Bohman 的强和

弱整体主义之间的关键性区别在于:强整体主义认为:解释不组成基于证据的知识 ,也就是说强整体主义
持一种怀疑论。相反 , 弱整体主义则认为:解释能够产生基于证据的可修订的 、公共的知识。(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 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 Cambridge:The MIT P ress , 1993 , p. 113 , p.
125 , p. 251 ～ 252)



所进入的社会交往。” ① 温奇的话语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 , 理解词语如何被使用 (理解意向性行

动亦然) 就是理解 “游戏的规则” 。 其二 , 这种规则是被共享生活形式所认可的。其三 , 这些规则与文

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的更大模式相适应 , 而对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自身的解释必须经由对社会和历史因素

的理解才能获得。②

人类学家式的整体主义论点可以以格尔茨为例。格尔茨在引述 Gilbe rt Ryle关于男孩眨眼的例子时

暗示:即使是只表述出 “男孩正在快速地张合眼睑” 这样一句话 , 也已经有着理论内涵 , 也已经是与其

他事件发生的陈述间有关系的。③ 此外马尔库斯和费彻尔以下述言论重新界说人类学的整体主义:

作为一个民族志作者 , 人类学者将精力集中于一种不同于过去的整体观 (ho lism), 他们

不再提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理论 , 而是把注意力转向某一具体的生活方式的充分表述。这种

新的整体观 , 旨在通过最细致的观察 , 提供有关某一生活方式的全面图景 , 它奠定了 20 世纪

民族志研究的基础。现代民族志的整体描述 , 目的不在于提供有关文化的目录或百科全书 (尽

管人类学传统上要求民族志作者应该全面掌握这一类的背景知识), 而在于使文化元素场域化

(contex tualized), 在于在各文化元素之间设立系统的联系。④

质言之 , 当代整体主义的基本论点不外乎:(1) 生活形式及其规则性 , (2) 理解这种规则必须遵循

诠释循环和 (3) 语境性原则。⑤ 如果用约翰. 塞尔的话来说 , 整体主义所理解和解释的是一些 “制度

性实在” (institutional reality)。这些实在可以由以下表述构成:x 在 c (情景) 中算作 y 。⑥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这种整体主义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冲突。⑦ 以下是其中有关词句:

从蒯因 、 戴维森和麦克道尔的整体主义能得出的一个基本启示是:若要谈论关于 “人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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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温奇. 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M] . 张庆熊 张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134.

Bohman , New Philo sophy of Social Science:P roblems of Indeterminacy , op. cit. , p. 102.

见 Cliford Geer tz , “ Thick Description:Tow ard an Interpretive Theo ry o f Culture” , in Geer ts ,

The Interpre ta tion o f Culture s:Selected Essay s , New Yo rk:Basic Books , 1973 , pp. 6～ 7。类似格尔茨

的例子还有温奇的如下话语:“如果我听见了一个声音并把它认作雷鸣 , 甚至在我把我所听到的称为

‘雷鸣’ 时 , 我已经相信了一系列其他事件的发生 , 比如大气中的放电现象。” (温奇. 社会科学的观念

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M] . 张庆熊 张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135. ) 此外还有:“ ‘我们

对客体所形成的观念’ 并不仅仅由我们从对那个孤立客体的观察而得的要素所构成 , 而且也包括了这一

客体与其他客体之间联系的观念。(若不是如此 , 人们就几乎不能形成一种语言的一个概念。)” (温奇 .

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M] . 张庆熊 张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136. ) 温

奇在做了以上论述之后 , 指出自己的观点是与卡尔. 波普 (Karl Poppe r) 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公设

(po stitula te o f methodo lo gical individualism) 相冲突的。 (温奇. 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M] . 张庆熊 张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138.)

乔治 E 马尔库斯 、 米开尔 M  J 费彻尔. 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一个人文学科的试

验时代 [ M] . 王铭铭 、 蓝达居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45.

Bohman 将整体主义的核心论点概括为解释循环和语境性。见 Bohman , New Philo sophy of So-

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 te rminacy , pp. 113 ～ 125.

约翰. 塞尔 (John Sea rle) 的制度性实在论 (见塞尔. 心灵 、 语言与社会 [ M] . 上海:上海译

文出版社 , 2001. 106～ 129.)

朱晓阳. 纠纷个案背后的社会科学观念 [ A] . 苏力. 法律与社会科学 [ C] . 第一辑 , 北京:

法律出版社 , 2006.



学分析” 的普适性的终点 (或起点), 则非规范性本身莫属①。这里的规范性与温奇所强调的

“规则” 是同族性的。② 相比于此 , 所谓个人主义仍然是一种仅具有 “地方” 意义的假设前

提。③ 其地方性就如唯理主义 (哈耶克所指责的那一种)、 集体主义或关系主义④等等一样的。

换句话说 , 所有这些曾被这样那样地当作人的科学分析终点或起点的社会理论都无不显示出所

谓 “人” 是以规范性作为判断形成和信念产生的前提。⑤ 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就本文的内

容而言 , 其重要性在于有助于看清楚例如方法论个人主义所遮蔽的价值观的 “地方性” 或意识

形态性质。换言之 , 互相对立的所谓 “真” 和 “伪” 个人主义 、 集体主义等都不过是一些以规

范性为前提的信念和价值。而那种以为方法论个人主义可以充当跨文化的普适性社会理论或人

的科学分析之终点 (或起点) 的想法是天真幼稚的。

正如吉登斯二十多年前所说:虽然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论战似乎已经曲终人散 , ⑥ 然而问题并没

有解决 , 今天依然如此。我个人认为今天最大的问题是在部门学科中 , 例如在经济学和法学的运用中。

这里可以先来看看经济学内的战火。例如经济人类学家钟独安 (Duran Bell) 新近出版的 《全球化

时代的权力与生存》一书 , 就以对 “西方的个人主义” 为社会科学研究起点的喧嚣进行无情批判为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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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此处关于规范性的观点受到郑宇健对戴维森哲学的论述的启发。关于戴维森哲学中的规范性

的重要地位 , 郑宇键在 《戴维森 、 规范性与跨文化理解的陷阱》一文中有详述。郑文将戴维森的哲学思

想概括为 “统一的 、 对于规范性的研究进路” 。(郑宇健. 戴维森 、 规范性与跨文化理解的陷阱 [ A] . 赵

汀阳编)

温奇关于规则的论述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思想。温奇将理解规则和与之相联系的 “生活形式”

视为社会科学的根本任务之一。温奇指出:解释一个词语的意义就是描述它如何被使用 , 而描述它如何

被使用也就是描述它所进入的社会交往。见温奇. 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 [ M] . 张庆熊 张

缨等译 ,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4. 134. 如前述 , Bohman 认为 , 温奇在批评相信社会科学可以用

自然科学方式说明的 “自然主义” 时 , 自己的方案也与自然主义共享相同的方法论假设。(Bohman ,

New Philosophy of Social Science:P roblems o f Indeterminacy , pp. 65 ～ 66)

在此有必要区分个体主义与个体性。按照鲁克斯 (S. Lukes) 的定义 , “个体主义从属于特定

的历史和文化对个人或自我的概念化过程。这一过程包含人作为个体的终极价值和尊严 , 他在道德和精

神上的自治 , 他的理性和自我知识 , 他的灵性 、 隐私权 、 自我统治 、 自我发展以及自愿选择加入某一社

会 、 市场或政治组织的权利。” (S. Lukes , Individualism , Ox ford:Blackwell , 1990 , 转引自奈杰尔 

拉波特 、 乔安娜 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 M] . 鲍雯妍 张亚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5. 152～ 153.) 拉波特等指出:“个体性指的是人的普遍特征 , 即只有个体才具有能动性。” 虽然有

此区分 , 但两者经常被混淆在一起 , 即 “对特定社会文化环境中个人和个人行为的研究开始扩展到对也

是由社会文化决定的个体行动者的本质的研究。个体行动者所属的社会或文化 , 被看作是他的能动性的

源泉及相应解释。” (转引自奈杰尔 拉波特 、 乔安娜 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 M] . 鲍

雯妍 张亚辉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5. 152 ～ 153.) 哈耶克式的个体性便是包含了作为终极价值的

个体主义因素的 “方法论个人主义” 。

此方面如黄光国的儒家关系主义和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等。

郑宇键在评述麦克道尔时指出:麦克道尔的关于理由空间和因果空间没有边界或互相约束之

可能性在于 , 它们都以 “规范性” 为条件。郑指出:“在这个意义上 , 理由空间和因果空间只能是规范

性空间 , 或者叫逻辑空间 (因为逻辑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根本的规范性形式系统)。(郑宇键. 世界由去

魅到复魅 [ M] .)

安东尼 吉登斯.社会的构成[ M] .李康 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333.



钟独安批评那种以个体主义为研究起点的做法不能正确理解诸如在非洲游牧部落存在的共同享有牲畜的

模式。因为 “按此说法 (即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说法), 一个牧民共享群体策略的模式不被认可 , 你必须

假设牲畜属于个人。阿罗 (Ar row) 的个人 , 一旦与一个群体的其他成员分享所有权 , 就违反了他臆想

的个人独立性。就是说 , 遍及美国各州的夫妻共同享有财产的模式根本无法得到正式的认可。” ①

钟独安在论述 , 为什么这样一个站不住脚的 “个体主义” 前提能够在社会科学界大行其道时 , 将之

归结为 “一种吸引资本家的世界观” 。他说:因为这个意识形态对西方资本的全球积累有用。②

我不同意钟独安将个体主义作为方法论前提整个儿抛弃 (恕我如此理解钟氏) 的做法。我认为 , 首

先 , 认识到方法论个体主义具有 “认识的价值” (epistemic value)③ 是十分重要的。用哲学家希拉里 

普特南的话来说 , 西方主流经济学家 (例如新古典学派) 是以逻辑实证主义为教条。这样的经济学家相

信事实与价值二分 , 相信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一 “原初条件” 的价值。但是在蒯因传统的 (或者说具有实

用主义倾向的) 整体性哲学看来 , 这种事实与价值二分论完全站不住脚。 其次 , 作为一种认识的价值 ,

把方法论个体主义 (一定程度上相当于 “个体性”) 当作研究个体主义社会即基督教 - 犹太教传统社会

的出发点或原初假设没有错。之所以这样说 , 主要是考虑到方法论个体主义这个词在使用中的情境。可

以说方法论个体主义的意义总是以 (价值性的) 个体主义为情境的。这样就更有必要强调方法论个体主

义作为研究个体主义社会之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关于个体主义作为一种价值和社会情境 , 可以引用路易

 迪蒙的有关研究成果来说明。迪蒙认为:个体主义从纪元初基督教出现到成为一个社会的统形意识形

态和主要价值 , 走过了十几个世纪的历程 。④ 现在已经少有人怀疑当代基督教 -犹太教文化传统的社会

是以个体主义为统形价值观或核心表征这一事实了。这一价值观已经不仅构建出了社会事实 , 使之成为

帕森斯所称的 “制度化个体主义” (institutionalized individualism), 而且影响了知识论的方案的形成 (如

受实证主义影响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即是一例)。因此在研究个体主义社会时 , 抛弃个体主义作为假设前

提或原初条件是不明智的选择。而相反 , 如果在跨文化研究时仍然坚持以个体主义 (经常体现为中性外

貌的方法论个体主义) 为假设前提或出发点 , 也是幼稚的。这样说的道理也很了然。

值得指出的另一点是 , 放弃方法论个体主义并不意味着走向所谓的其反面——— “集体主义” 。 采取

这种列维 -斯特劳斯式的二项对立是不必要的 , 它也不能说是人类的普遍心智透射。不如说 , 这种个体

主义 /集体主义的二分法是基督教 -犹太教文化下的 “心智结构” , 是这种特定文化范式下的分类。这大

概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情形:在论战方法论个体主义时 , 往往会将它视为 “集体主义” 或 “整体主

义” 的对立面。(此处的 “整体主义” 经常也是一种相当于集体主义的观念。⑤) 由于这种集体主义也是

以 “个人” 为起点 , 并被哈耶克指责为 “伪个人主义” , 如欲跳出这样一个二项对立的陷阱 , 我们必须

说:无论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 , 都是 “个人主义” 这样一种价值规范产生的 (1) 意识形态 , (2) 知

识论方案。

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的二项对立分类思维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将一切不合于个体主义的类别都以 “集

体主义” 归类。这也是一般为方法论个体主义辩护的人类学者会作出的分类。例如在 《社会文化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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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钟独安 (Duran Bell).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生存 [ M] . 5.

虽然钟独安对于个体主义的批评是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上做出的 , 但他之 “共享群体”

概念还是超出了社会主义之 “集体” 范畴。特别是他在讨论中国时 , 将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的概念用来界

说共享群体。

普特南说:“认识的价值也是价值。” 希拉里 普特南.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 [ M] . 应奇

译 , 上海:东方出版社 , 2006. 39.

见路易 迪蒙. 论个体主义 [ M] .

例如涂尔干和路易 迪蒙意义上的集体主义。



的关键概念》中 , 拉波特和奥弗林两位就是如此批评整体主义的。他们首先介绍格尔茨意义上的整体主

义是如何一回事:

不管讨论所用的术语是这里的 “文化” , 还是 “社会” 、 “社会结构” 、 “共同体” 、 “阶级”

或其他集体观念 , 这种假设都坚持认为对社会现象的阐释和说明———它们到底是什么 、 有什么

意义 、 来自哪里 、 会导致哪些推论———都只能从将它们放入背景的抽象的和整体的过程中获

得。

此后 , 拉波特和奥弗林将这种卡通化的整体主义与涂尔干式的 “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云云划上等

号。最后的结论是:整体主义即 “要解释个体和事实 , 简言之 , 就要将它们放到一般的 、 集体的和非个

人的背景中去。” ①

似乎一旦将涂尔干式的 “集体” 或 “结构” 的帽子扣过去 , 就可以将对手一劳永逸地打倒 , 再不需

要多话了。这里的问题是:首先 , 涂尔干式的 “集体” 是否有意义 , 仍然可圈可点。其次 , 格尔茨的整

体主义从根本上说是维特根斯坦式的 “规则” 和 “生活方式” (这一点通过温奇的著述在人类学界得到

广泛传播), 其与涂尔干意义上的 “集体” 仍然有距离。

在作了关于方法论个体主义作为原初条件或前提的局限之辨析后 , 我想模仿日常语言分析哲学家们

常用的句式 , 作出以下陈述:在理解一个以个体主义为统形价值的社会时 , 个体主义 (无论是作为方法

论前提还是价值前提) 是合理的 , 当且仅当 “在理解个体主义为统形价值的社会时” 。②

联系本文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 我不解的是:这样一个道理 (我相信这是真的道理), 却从来被中国

的经济学者和法学者所无视。可以说 , 西方的古典 /新古典经济学家 、 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或法学家们以

个体主义作为原初条件或假设前提是可以接受的。他们之所以看不到个体主义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 有着

一个 “当且仅当 ‘在理解一个个体主义为统形价值的社会时” 的情境约束 , 是有可以理解的原因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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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奈杰尔 拉波特 , 乔安娜 奥弗林. 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关键概念 [ M] . 鲍雯妍 张亚辉译 , 北

京:华夏出版社 , 2005. 215.

这个句式模仿了著名的塔斯基 T 约定 (Convention T):Snow is w hite is true , if and only if

snow is w hite。见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 T ruth and Meaning” , Donald Davidson , “ Radical Interpre-

tation” , in Inquiries into T ruth and Inte rpretation , Oxfo rd:Clarendon Pre ss , 1985 , pp. 17 ～ 36。此外 ,

戴维森还认为这个 T 约定的真值是在英语语境内。那么非英语是否不可能翻译呢  或非英语表述者是否

可理解呢  戴维森否定了翻译的不可能性和理解他者的不可能性。他认为翻译和理解的可能性是建立在

他所称之 “施惠原则 “ (principle of cha rity) 的基础上。(唐纳德 戴维森. 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 [ A] .

陈波 韩林合. 逻辑与语言　———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 C] . 上海:东方出版社 , 2005. 558. ) 有关施惠原

则 , 见朱晓阳. 施惠原则 、 垒大户和猫鼠协议 [ J] . 开放时代 , 2004 , (6). 戴维森还说:“我们通过扩

大共有的 (可翻译) 语言或共有意见这一基础来增进宣称图式上或意见上的差别时的清晰性。” (唐纳德

 戴维森. 论概念图式这一观念 [ A] . 陈波 韩林合. 逻辑与语言　———分析哲学经典文选 [ C] . 上海:

东方出版社 , 2005. 576. ) 但是近来也有人指出 , 基于戴维森的施惠原则也可以得出基于不同规范的文

化间的阐释 , 在相互理解时也会存在鸿沟。就是说 , 戴维森的施惠原则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关于此 ,

见郑宇健. 对于规范性的戴维森进路与跨文化理解的陷阱 [ A] . (Davidsonian Approach to No rma tivity

and Limits of Cro ss - cultur al Interpre ta tion), pape r for Inte rna tional Conference on Philo sophical Engage-

ment:Davidson's Philo sophy and Chinese Philo sophy , Beijing , China , June 8 ～ 9 , 2004)



就是说 , 除了逻辑实证主义这种知识论框架的局限外 , ① 他们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总是在 “个体主义社

会” 这样一个情境下或 “生活形式” 中讨论他们面对的问题 。他们将此种真理施惠于其他文化范式下的

人 , 以为他者亦如此 , 因此这是情有可原的。但现在的问题是 , 他们的中国学生是在面对一个与个体主

义社会情境相距甚远的社会时 , 在对个体主义前提的虚假性毫无自觉的情况下 , 开始所谓的人的科学研

究的。我想这就是在中国社会情境下 , 很多普适性的经济学定律和法律前提看上去十分乖谬的原因。②

我想我已经点出这篇文章所讨论的问题之关键。现在让我以法律人类学的方式 , 不拘泥于对原初条

件假设的辨析 , 而以田野工作所面对的现实社会实践为起点 , 作出一些观察和解释。此后我将回过头来

回应以上的问题。

田野笔记:两张地图

公元 2003 年 8 月 13 日 , 我们乘车奔驰在昔日科尔沁王爷和孝庄皇后的草原上。这就是电影里经常

出现的那种草原了:坡度舒缓起伏的地上长满绿的草 , 地势开阔。我说草是 “绿的” , 实在是指我的词

汇难以描述的一种绿色 。那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绿 , 用开车司机的话说这种绿可以治近视眼。草原的近处

或远处不时有 “飘荡的白云” 一样的羊群 , 还有几匹马站在草上 , 还有一个骑光背马的蒙古英雄穿过土

房子的一角。

坐在我身边的是内蒙古草原资源管理项目的几个同事 , 其中有项目办公室的宝玉副主任和副苏木达

(副乡长) 宝泉。此刻我们正在进行的兜风活动可以称为参与式乡村评估 (PRA) 中的社区剖面行走 。

这种行走应该对一个社区单位的属地按对角线穿越。这个嘎查的土地面积有 18 万亩。我们要评估的东

西是 90 年代末以来此地开展的草原承包到户项目的效果。 我们坐着这辆四轮驱动的丰田车 , 从嘎查所

在的屯子 (艾里) 出发 , 经过了几处嘎查达 (村长) 指出的项目活动的标志。例如有一片是约四十亩的

分给嘎查中的无畜户的白杨树林。当车经过那里时 , 宝泉指出那里只有二三成树成活。后来我们又经过

了一个牲畜大户的窝子 。此后 , 宝泉又对我们指出两处外来户的窝子。 “那是人大户。” “那是某某户。”

他指出这些外来户窝子时 , 意思是这些户都是利用关系和职权占了嘎查土地的牧场。这样的牧场在宝泉

的苏木范围内有五十多处。如果按每户 300只羊计算的话 , 大约有 1 万 5 千只羊。这些外来户从地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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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如希拉里 普特南 (Hila ry Putnam) 所述 , 西方经济学主流是以逻辑实证主义那样一种将事

实与价值二分的观念为教条的。从这种教条出发 , 西方经济学家以为个体主义也是一种与价值无涉的原

初条件。可是自从 1951 年蒯因发表 “经验论的两个教条” 以来 , 这种二分法的实证主义哲学已经破产

了。(普特南. 事实与价值二分法的崩溃 [ M] . 应奇译 , 上海:东方出版社 , 2006. 9.) 当代哲学中关

于事实与价值的关系论述可以以普特南的观点为例。普特南指出:我已论证过 , “每一事实都含有价值 ,

而我们的每一价值又都含有某些事实。” 其论据概要说来是 , 事实 (或真理) 和合理性是相互依赖的概

念。一事实也就是可合理地相信的东西 , 或更确切地说 , 事实 (或真陈述) 的概念 , 是对于能合理相信

的陈述的概念加以理想化的结果。(普特南. 理性 、 真理与历史 [ M] . 童世骏 、 李光程译 , 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 , 2005. 223. ) 在此 , 普特南强调的是一种关于真理的 “善的理论” , 即 “真理理论以合理

性理论为前提 , 合理性理论又以我们关于善的理论为前提。” (普特南. 理性 、 真理与历史 [ M ] . 童世

骏 、 李光程译 ,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05. 239. )

我在这样论述的时候 , 意识到可能会有一些批评说 , 我将 “ 个体主义文化” 或 “ 中国文化”

等 , 视为完整统一的现象 , 因而看不到这些 “规则” 及相应生活形式的不确定性。 关于这一类批评 , 可

以参见 James Clifo rd 对格尔茨的批评 , Bohman 对温奇的批评等。(参见Bohman , New Philo sophy o f So-

cial Science:Problems of Inde te rminancy , Cambridge:The MIT P ress , 1993. )



角度来看 , 都合法占有了嘎查的土地 , 也就是说都与嘎查签了某种协议 、 合同或达成了口头契约。这是

一幅宝泉提供的地图 , 一幅实际的土地使用和地方社会 -文化关系的地图。 但是这幅地图的这类标记在

旗项目办制定的具有差不多同样比例尺的 “草场落实图” 上找不到。

除了地图的全貌外 , 我在嘎查的牧民家中还看过这张图被分割后的形式。应该说项目区的每一户都

有这份地图的一片局部。这是为了恢复草原生态而鼓励实施 “双权一制” 政策的畜牧局项目办制作的 。

它们以 GPS 定位为基础 , 将每一户牧民的放牧地 、 打草场和耕地的具体位置和面积大小刻画出来。图上

都标有经纬度。与图相配的草原使用证书上还帮助牧民计算出合理的牲畜承载力 , 例如一片 700 亩的放

牧地承载量是 55 个羊单位。这幅地图精确之至 , 足以体现出现代国家的治理可能达到的极致。

同一空间存在两幅地图的问题将我们带到了关于法律多元性的论域 。在这方面 , 桑托斯的地图比喻

对我们理解当前的现象很有用处。

桑托斯将法律看作 “一张误读的地图” 。① 他的这个将多元主义法律比喻作地图的说法 , 令我着迷

的是关于国家与非国家法可以用不同比例尺度地图和不同投影的地图的比喻。内蒙古草原管理项目可以

说是对这一比喻的最好注释。当然 , 在内蒙古 , 我们面前出现的实际上是两张地图 , 而不是一张被 “误

读” 的地图。之所以说有两张地图 , 是因为:一部分人使用第一张地图时 , 无视关于同一空间还有另外

一张地图;相反 , 另一部分人则无视第一张地图。对一部分人而言 , 另外一张地图的标识 (representa-

tio n) 等等都不存在 (相对而言)。因此这是各读一张地图 , 而不仅仅是桑托斯所说的对同一张地图的各

自 “误读” ———按照不同角度的投影和不同比例尺 , 突出某一部分或省略某一部分等等。

现在应该谈谈这个地图比喻的草原权属规范与我目前参与的这个项目间的关系是什么。

这个项目从 1996 年启动 , 现在已经进入第二期。按照一些第一期就为项目工作的老人的意见 , 第

二期应该是第一期的核心工作的自然延续。那么什么是上一期的核心工作呢  可以说就是那一幅以 GPS

定位划出的地图。这样说未免简单化了一点 , 讲得透彻一些 , 就是将草原私有化 , 用地方语言来说叫做

落实 “双权一制” , 即将草原所有权落实到嘎查村 , 将使用权落实到家庭 , “一制” 则是 “双权” 基础上

的草原承包经营责任制。在此过程中 , “使用权” 相当于一种事实上的 “私有权” , 除了不能买卖和抵押

外 , 可以继承和有偿流转 (相当于转包)。草场分配过程一般是先将它切割成小块 (一块可有数百亩),

按抓阄的方式分给村民。这种政策的理念当然再清楚不过:理性的农民 /牧民将会爱护草场 , 自觉地按

照合理的载畜量限制牲畜量 , 使草原的生态得到恢复 , 最终达到可持续性发展。草原资源管理项目为帮

助有效地落实私有化为核心的 “双权一制” 政策 , 运用了 GPS 这种技术手段 , 为项目区每一家人勘定和

绘制草场和耕地的地图。从设计者来说 , 家家的地都已经上了图 , 此后只需要加强监督 , 对那些不按地

图行走的羊实行罚款就可以了 , 不久之后便可以出现 “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景象了。

可是我们不久便知道 , 这幅精确的地图是一幅不工作的地图。

在 GPS 定位划出的那些空间 , 人们使用的是另一幅地图。这幅地图的一角已经在宝泉的话语中露出

来了 , 但是要看到全图则没有那么容易。可以说我和这一项目第二期的一些人将近一年多所做的工作 ,

就是要看到宝泉和嘎查达使用的那幅地图的全貌。这种 “摸底” 的事情很大程度上是项目队队长吉姆的

个人行为。吉姆是一个人类学家 , 他从一开始就不认为草原划分到户的事情会像项目设计书上说的那么

简单:搞一点儿 “社区参与” 的仪式 (这已经是比项目第一期有了伟大的进步了), 将社区的积极性

“动员起来” , 然后将草原分下去。也就是说如果不想多事的话 , 吉姆应该按照一套 “参与式” 的准则 ,

落实项目预定的目标:落实草原承包到户的政策就可以了。但是吉姆没有这样做 , 而是要首先搞清楚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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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ro cesses” , p. 358.



原上的蒙古人到底是如何想和如何做的。他的问题也很清楚:既然政府搞了这么些年 , 草原在半农半牧

区也没有分下去 , 那么基层的抵制肯定是有原因的。 吉姆这么考虑和按此考虑去做 , 所面临的麻烦是:

抛开项目设计书去做 , 将来可能会完不成项目出资方需要的 “硬指标” , 如 “在多少个嘎查落实 ‘双权

一制’ 政策 , 从而保证了草原可持续性发展” 云云 。此外 , 在时间上将使项目推迟。

于是乎 , 我们被告知干两件似乎互相矛盾的事:第一 , 按照项目设计书 , 我们要设计一套落实草原

承包到户的 “操作指南” , 或则说再绘制一份 “国家标准地图” (当然是比以前的绘图有所改进 , 给草原

社区留出了一些变通的空间)。第二 , 则要搞清楚这里的人为什么不使用 (遵循) 国家的标准地图 , 搞

清楚他们使用的地方地图是什么 , 他们的地图标识是什么。

如何解决 “假分” 是我们的任务 , 也是我们在半农半牧的地区面临的困难。

在那些已经成功落实了 “双权一制” 政策的纯牧区 , 所谓 “真的分地” 的地方 , 情况又如何呢 

从 2003年 8 月 15 日到 16日 , 我们驱车驶向科尔沁草原的西北部 , 来到离前几天去过的半农半牧区

400 公里远的前旗草原。这里是宝主任说的真正实施国家的 “双权一制” 政策的地方 , 也是比东部草原

更像草原的地方 , 也就是说 , 是一个能让与我们同行的宝主任这种草原专业的人感慨 “这草确实好” 的

地方。即使不从他的专业角度来看 , 这东西部也属于两种土地类型。 从专业来看 , 则会说:前者是 “沙

地” , 后者则是 “草甸” 。草之下的土地颜色已经不同 , 科尔沁沙地是黄色的 , 草甸的颜色则是黑的 , 那

种我们小时候就听说过的 “北大荒的黑油油的土地” 。

我们在这里发现的事实是:这里的草原承包到户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期国家推行的 “双权一制”

政策基本不相干。此地的放牧场早在 1984 就已经承包到联户。所谓 “联户” , 基本上是联合家庭的成员

或者是几家亲戚。换句话说 , 虽然从政府官员如宝玉主任的角度来看 , 这里是完全按照国家规定落实草

原 “双权一制” 政策的一例 , 实际上发生的却不是那么回事。

草场的分配是如何进行的  我们开始听说是按照当地的情况 , 根据居民生计特点 , 将草场分给那些

习惯于牧业的人 , 而将耕地分给 “农业户” 。在分草场时 , 并非如 “双权一制” 政策所要求的那样 , 考

虑人和畜两方面的比例 , 相反 , 这里完全是按照牲畜的头数划分草场。这种分配对牧业户有利 , 其情况

可能有些与我的北大同事阿拉腾对一个半农半牧社区在 80 年代初搞家畜承包所作的描述①相似 , 反映

出了 “牧业户” 占有 “话语权” 。

因此可以说 , 这里是按照本地的生计习惯将草原分给了牧户。后来政府的 “双权一制” 政策要求:

承包草原 , 必须 “以人为主 、 人畜兼顾” 。但是这一政策完全得不到当地的支持。 1997 年落实的 “双权

一制” , 只不过是将过去的草原承包状况正式肯定了一下 , 将草原承包使用证发给了牧民而已 。

因此这里完全没有按照自治区政府或盟旗等政府的规定 , 体现一定的人畜比例 , 以人为主 , 划分草

场。这里执行的是按牲畜划分草场 , 也就是说草场只承包给那些有牲畜户。对照上述国家的规定 , 这种

分配草场的方式极其不公道。调整这种不公平的草原分配也是时下推行的 “双权一制” 政策声称要搞的

一项任务 , 但在政府文件中 , 仅仅以 “大稳定小调整” 这样和缓的话语表达出来。

我在最近一次 (2004年) 访问同一地区的时候 , 又听到了关于这项从国家法和政策制度者的角度来

看不公平的地方规定的出笼和推行的故事 , 讲述者是苏木的领导人。

我来这里两年以后才知道为什么 80年代初不给一些人分羊 、 分草场。因为当时坐地户有

势力 , 这些人都是放羊的。他们不赞成给 70 年代来的外来户分羊。每个嘎查都有外来户。 70

年代初由于国家说 “牧民不吃亏心粮” , 因此从前旗各地移来瓦匠 、 木匠 、 铁匠 、 种田的 , 有

汉人有蒙古。这些人落下户口 , 成为本地村民 , 主要种地和搞副业。 80 年代分地时 , 坐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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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 “不给十种人分羊分牧场” 。

按照这位苏木领导人的话说:“要我是坐地户 , 我也会反对给外来户分羊分草场。公社的羊都是入

社时各家带来凑在一起的 , 凭什么给他们分呢 ”

在那个曾经不给外来户分草场的地方 , 我们见识了国家地图 (法规) 实施的过程 , 那就是以真实的

围栏来建立牧户之间的边界。可以说 , 我们在两天的旅行中 , 一直在见证草牧场纠纷 , 并且始终在谈论

草地纠纷的问题。部分的原因可能与我们的陪同者是旗畜牧局草原监管站站长老何有关。

汽车还在路上 , 就听老何接到电话 , 称有纠纷 , 需要他去看一看。老何说:“我正在陪同盟里的领

导检查工作 , 等我回来再说。” 类似的电话 , 老何在两天内接到好几个 , 一直伴随到整个旅程末了。

我们要寻找一个嘎查达 (村长) 进行访谈 , 但是这个嘎查达和嘎查书记都到山上处理草牧场争议去

了。我们的汽车沿着一片由低矮山坡和很浅的山谷构成的草原行进了半个钟头后 , 看到远处的一个山包

下有两辆吉普车。随车的苏木助理说那就是嘎查达们 、 苏木的司法人员和草原监管站人员在勘查纠纷地

带。我们将车就近转到草原上的一个接羔点停住 , 等候嘎查领导。这是一个由包括人的住屋和牲畜暖棚

在内的牧场。本地人将这种设在牧场上的建筑群叫做 “接羔点” 或 “生产点” 。

这个生产点的主人正是草场纠纷的两造之一 , 纠纷的另一方是女主人的哥哥家。这个纠纷可以说是

GPS 地图开始取代社区地图后引发的同一社区内人们的冲突。

纠纷的两造和其他的三户亲属 (当时有分家的 , 也有未分家的) 在 1984 年便共同承包了眼前的这

一片草原。 1997年实施土地延包 30 年即 “双权一制” 时 , 这片土地仍然为五户所有。旗畜牧局制定的

一张该苏木的 “双权一制” 落实地图上清楚地标出这片地区和五名户主的名字 , 他们是:小五斤 、 高

娃 、 八十一 、 格日勒和小九斤。但是 GPS 地图上没有标出五户牧民的草场之间的边界。在 1984 年承包

草原时 , 这大约是不需要的 , 因为这是集体承包集体经营 , 而这五家的 “集体” 干脆就是五个兄妹。在

1997年 , 发到五户人家手里的草原承包证上则有了一些文字记录 , 以标识各自的边界。例如纠纷两造的

合同书上都写了 “以山头为界” 。我们后来在另一家的合同上看到的关于边界的指示则如:“东:跟前有

个坑 , 西:水泥杆跟前有个木头 , 南:大河 , 北:北边的沟。”

我们现在明白了 , 嘎查达们的汽车正在远处的草原上寻找的就是那类似于 “木头” 和 “坑” 的东

西。

现在的问题是 , 茫茫草原上的那根木头和那个坑找不到了。

我们与牧场的女主人谈了一会儿纠纷的起因和可能的结果。她和哥哥的草场过去的边界不太清楚 ,

现在上面资助牧民 , 要他们将各自的草牧场用围栏隔开 , 因此就有了边界在哪里的问题。现在她要静候

嘎查领导和苏木司法人员的裁决。

我们后来追上嘎查达们的汽车。嘎查书记和嘎查达手里攥着争议双方的合同 , 站在草丛中 , 一副没

主意的样子。他们的周围有苏木的草原监理员和司法助理等等。嘎查书记说:这事不好处理 , 没有任何

标记可见。都说以山头为界 , “当年就那么一指 , 现在该怎么办呢 ” 争议的另一方也在这里。她是先头

那个妇女的嫂子。嫂子说她家从去年才开始上这片地来打草 , 现在又准备盖窝棚 , 因此想将边界搞清

楚。嫂子很会说话 , 称:“虽然我们是一家人 , 而且这也谈不上矛盾 , 但是应该请领导断清楚 , 免得以

后一家人伤和气。反正领导上说该如何断便如何断。”

当天晚上 , 我们在苏木的一家客店住下后 , 便有两个人来找老何。 这两个人是邻近苏木的两兄弟 ,

为草牧场边界的争议相持不能解决 , 希望老何帮助。老何的断案大有法人类学的延伸个案方法的风度 ,

即充分考虑案子的社会情景 , 既追溯既往 , 又顾及将来的长远结果。他提出调解意见之后说:“这就是

我的看法 , 你们要是不听的话 , 就上法院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见到前一天的嘎查书记时 , 他说昨日的纠纷已经处理了。 “我们将山坡一家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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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他告诉我们 , 嘎查内还有两宗这类的纠纷等待调解。①

在回到盟里吃饭的时候 , 又有人打电话给老何 , 说是在 100 公里外的地方有个草场纠纷案子。老何
说:“我今天去不了。我刚回来。” 老何说:最近两年推行围栏计划以来 , 纠纷比以前明显增多。 很多纠

纷在家庭内部或亲兄弟之间发生。最严重的还有动刀子杀人的。

以上有关草原管理的笔记 , 可能会使不熟悉所谈事情背景的人搞不清作者的意思是什么。我现在作

一个概括 , 以上这些片断所指向的正是本文开头所述:一个依照公认的经济学法则实施的项目陷入迷茫

和困境。这些经济学法则的核心就是关于产权和共有地管理的理论。使我迷茫的是:为什么看上去很合

乎经济理性的政策会遭到几乎无法击退的农牧民及其地方代表们持续多年的抵抗  我记得在驱车前往戴

钦塔拉的路上 , 我们遇见兴安盟的几个干部下乡乘另一辆车返回 , 双方停车聊了一会儿。对方听说我们

是去 “落实双权一制” 的 , 笑着说:“政府搞了这么多年都落实不下去 , 你们一个澳援项目就能落实 ”
再者 , 正如以上田野笔记的后半部分所描述的那样 , 在那些被认为是 “真正落实双权一制政策” 的

纯牧区 , 放牧场的划分与 “双权一制” 政策的理念也不相干 。那些地方的放牧场的使用和划分的规范早

在近半个世纪前开始的集体化时期就形成了。那样的一种生计方式和惯例直接构成上世纪 80 年代初草

场承包的基础 , 并成为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 “双权一制” 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按照国家的双权一制的

标准 , 那些不公正的地方土政策 , 如不给外来户分草场 , 在当地却是公正的。相反 , 在最近几年 , 国家

出于 “效益” 和经济理性考虑 , 为个体牧民的不甚清晰的边界建立围栏 , 反而成了引起纠纷和冲突的原
因。

由于项目陷入迷茫 , 我意识到这些法则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它们依赖的假设前提———方法论个体主

义。我已经在本文第一部分讨论过方法论个体主义运用的语境限制。现在我要基于以上的田野材料 , 讨

论更具体的问题。

共有地治理:抽离社会 -历史情境的进路

有关内蒙古草原这一类共有地的问题 , 一般都会考虑两种研究和解决进路:其一是哈丁的 “共有地

悲剧” 和与之相联系的对策:“明晰产权” 和私有化;② 其二是奥斯特罗姆 (E. Ostr om) 提出的与哈丁
相反的进路——— “治理共有地 (或其他自然资源)” (governing the commons)。

按照第一种进路 , 内蒙古草原的问题可以用哈丁的著名文章 《共有地悲剧》来概括 , 即基于个体主

义的假设前提 , 将以上旅行笔记中的那些草原设想成所谓 “放开进入的资源” (open - access resources),

或无管理的共有地 (non managed commons)。经济学产权学派已经对这种理想型的放开进入资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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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在 2006 年 6 月再次来到同一地区 , 与上文提到的苏木领导人谈到这一主题时 , 他补充了一

些相关情况。他说:1983年实行草牧场承包时 , 牧户与当时的生产队都签下了合同 , 最近二十多年牧户

间的草场边界都是依据这些合同划分的。但是在 1997 年落实 “双权一制” 时 , 由于政府要求在一个多

月时间内整个前旗牧区的放牧场 (约二百八十万亩) 都要上图并发证 , 因此基本属于外业制图的工作都

是在办公室里完成。这样发下去的承包证也是后来纠纷 (特别是在建围栏时) 的根源之一。一些牧户要

求地方政府按照承包证上的图落实边界 , 而这些边界往往与 80 年代的合同边界不符合 , 于是便酿成纠

纷。按照这位苏木领导人的说法 , 他自己由于了解这段历史 (他在 1997 年是旗办公室秘书 , 负责 “双

权一制” 落实工作), 因此在自己的苏木规定 , 地界必须以承包户与生产队的合同为准。当有人拿着承

包证来找他告状时 , 他回答说:“这个证不好使。” 他说 , 因为这样处理 , 他的苏木内的纠纷要比其他一

些苏木少得多。他说:其他地方 , 像满族屯那样 , 领导不知道这个情况 , 按照承包证处理 , 结果是越处

理越乱。

Gar rett H ardin , The T ragedy of the Commons , Science , New Series , Vol. 162:no . 3859

(Dec. 13 , 1968), pp. 1243 ～ 1248.



有过经典描绘 , 对此我不再一一列举。① 简言之 , 根据这种理想的 “悲剧” , 接着来的对策有两招:其

一是产权学派的药方:依照市场原则的明晰产权。这也是以上所谈的内蒙古的 “双权一制” 政策设计者

的理念。其二是极权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方式管理。中国的国有或集体所有的自然资源如草原和森林 ,

目前的管理基本上被归类为第二种方式。

奥斯特罗姆试图在前两种选择之外 , 论证第三种选择的可能性 , 即存在成功管理共有地的可能

性。② 奥斯特罗姆为此使用了四个例子。她建议道:这些个案成功的一个关键是:解决问题的规则的选

择总是潜藏于使游戏持续的社会过程中 , 或问题解决的途径存在于社会情境下的规则中。奥斯特罗姆的

表述说明她也是一个温奇式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追随者。于是乎 , 奥斯特罗姆的建议自然而然包含着对哈

丁的共有地悲剧的假设前提的否定。她认为 , 哈丁的假设的问题是:以抽离情境方式来假设共有地 , 是

“出于研究方便的一种非现实的想象” 。虽然奥斯特罗姆没有明说 , 但其实已表明哈丁的根本问题是假设

了一个形式的 “个体主义” 前提。

奥斯特罗姆的模式当然有问题。在我看来 , 她虽然做的是定性研究 , 并且强调要从社会情境下的规

则中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 但首先她犯的是一个量化研究者易犯的错误 , 即在比较四个个案时 , 没有考

虑到它们间的差异 (特别是加利福尼亚西部盆地和其他个案之间) 与历史相连的社会脉络 ( so cial con-

tex t) 的关联。③ 因此如果不联系这些个案的社会 -文化情境 , 或与历史过程相关的 “生活方式” 整体 ,

径直将它们放在一起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反之 , 才能看出西部盆地的解决方式与其他几个个案间的差别

体现的正是不同的社会过程或生活方式间的差别。

其次 , 奥斯特罗姆之所以会犯以上错误 ,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对具有不同的社会 - 文化过程背景的

个案之分析完全是基于博弈论———一种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理性选择的行动解释模式 , 她用博弈论下的理

性选择来建构她的四个公共地个案背后的 “规则” 。理性选择在此的不合适正与本文一开始所批评过的

跨文化范式使用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谬误相当。质言之 , 理性选择模式只有引入更多的 (与历史和社会脉

络联系的) “当且仅当” 式说明性条件 , 才能成为一个关于人的行为的有效理论。④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

奥斯特罗姆的模式 , 便能清楚看出她的四个个案分别根据不同文化规范 , 分别与不同历史和社会脉络相

联系。在此在地性和历史性差异存在的情况下 , 如简单地以博弈论 (基于理性选择) 来解释公共地管理

规则的形成 , 也就看不出这些个案的真实面目了。

此外 , 奥斯特罗姆与本文开头批评过的那种坚持个体主义 /集体主义二项对立分类者相似 , 将关于

共有地管理的模式看成不是基于方法论个体主义 (包括以博弈论出现的第三种模式) 便是基于社会主义

/极权国家的互相排斥类型。这样的分类带来的问题是: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自然资源管理模式 , 特别

是那些管理成功的地方 , 例如中国农村的集体林管理  它们是极权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方式管理吗  以

我在福建 、 江西和云南的观察 , 非也。这里体现的是 “国家进入社区传统” 。联系到近二十年来这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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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此方面的经典论述如科斯 《企业社会成本问题》, 以来的有关产权的论述可见 A A 阿尔钦 、

H 登姆塞茨和张五常等的有关文章。这些文章的中文版可以在 《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　———产权学派

与新制度学派文集》(刘守英等译 , 上海三联书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994) 一书中找到。

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 制度安排和公用地两难处境 [ A] . V 奥斯特罗姆 , D 菲尼 , H  皮

希特. 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　———问题与抉择 [ C] . 王诚等译 ,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01. 83～ 107.

谢宇和吴晓刚最近的一篇文章专门批评了这种 “对实质性研究问题和基本的社会过程缺乏了

解 ” 的所谓统计主义 (statisticism)。(见谢宇 , 吴晓刚. 市场回报 、 社会过程和统计主义 [ A] . 中国社

会与发展研究中心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论坛. 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方法和技术 [ Z] . 2005.

有关理性选择的局限性讨论 , 可以参见 Bohman , New Philo sophy of Social Science:P roblems

o f Indeterminacy , op. cit. , pp. 67～ 76.



林业资源保护方面的成功个案来看 , 应该驱散的迷雾不仅是对个体主义作为原初条件的迷信 , 而且是把

它们当作 “极权主义国家或社会主义方式” 的归类。将它们视为奥斯特罗姆所称的第二种公共地管理模

式 , 遮蔽了中国的国家与农民及其社区的关系之 “差序格局” 或关系性特点 (即农民经常基于差序格局

来确定自己同具体政府的关系 , 而基层政府也利用这一文化资源来推进国家的事项。①)

一个草场管理的个案:从地方的社会- 历史过程看

在这一节 , 我将基于整体性原则来讨论一个牧业社区的草场管理规范。 我使用的材料基本上摘自北

京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赴内蒙古社会评估小组写的 《岗干艾里报告》(2004)。② 以整体性原则进行研究

即如前述:必须基于一个社会的社会交往实践和历史过程 , 必须联系特定人群的一整套生活形式 、 惯习

和语言等。选择这样的进路 , 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避免奥斯特罗姆式的比较个案方法的缺陷。

岗干艾里是芒来嘎查的三个艾里中条件最好的艾里。芒来嘎查为半农半牧区 , 是科尔沁草原上的代

钦塔拉苏木 12 个嘎查中 8 个状况比较好的嘎查之一。而在兴安盟科右中旗范围 , 代钦塔拉是草场条件

最好的地方。也就是说 , 无论是就草场面积还是草场质量而言 , 这里都是最好的。 以岗干艾里为例 , 它

有 52 户 214 人 , 耕地面积为 1790亩 , 草场面积则有 70 , 000 多亩。这一面积差不多是科右中旗的大多数

艾里 (自然村) 草场的十倍左右。岗干艾里的打草场面积为 700多亩。 2004年共有大畜 800 多头 , 小畜

9000多只。岗干艾里还有自然林和人工林 10 , 000 多亩 , 集中了芒来嘎查差不多全部的林地 , 因为其他

两艾里几乎没有林地。但是岗干艾里的土地沙化情况也比较严重 , 有两条沙带 , 东西各一条 , 虽然经过

治理 , 仍有 4000 到 5000 亩的沙化地。

图 1　岗干艾里地图 (嘎查书记画 , 孙东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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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有关于此的一个个案可以见孙立平和郭于华的收粮食案例。

笔者作为带队教师 , 参加了这项属于北京大学团委学生暑期实践的调查。调查报告基于参与

调查者的分报告写成 , 由梁中桂执笔统稿。



岗干艾里属于半农半牧区 , 以牧业为主。岗干艾里的历史不过七十多年。芒来嘎查现在的书记的曾

祖父和岗干艾里现在的艾里达的曾祖父是表兄弟 , 他们两家于上世纪 30 年代从辽宁福清来到了现在的

岗干艾里 , 定居下来 , 成为岗干艾里的荒拓者。在土改以前 , 岗干艾里只有三四户人家 , 也没有所谓的

行政区划。后来由于不断分家和外来人的搬入 , 家户 、 人口逐渐增加 , 岗干艾里才成为了一个艾里 (自

然村)。岗干艾里一开始的生计就是半农半牧的 , 因为土地比较多 , 牧业一直都很好。

在上世纪 50 年代 , 岗干艾里被地方政府定为牧业示范点。到 60 年代 , 岗干艾里更成为了中旗旗长

的试牧点。由于这个关系 , 岗干艾里在集体化时期得到不少的资源 , 比如政府引进种牛种羊和搞实验

等。由于岗干艾里是试牧点 , 国家不准岗干艾里人在本地种地 , 岗干艾里内的所有耕地都转变为牧地 。

为了解决本地人粮食问题 , 国家在离岗干艾里 20 公里外的地方调配了一块耕地归他们耕种 , 那其实是

别的嘎查的土地。

60年代 , 在岗干艾里勘探到了铅矿。现在的艾里达的父亲当时是芒来嘎查的生产大队长 , 他跟铅矿

的领导关系不错 , 因此岗干艾里得到了铅矿的扶持与帮助。铅矿给屯子建房子 , 还送了屯子一个石碾

子。 1967～ 1968 年 , 在旗上还没通电的时候 , 铅矿的火力发电厂从厂里给岗干艾里供上了电。铅矿还让

岗干艾里的马车去给矿上拉矿 , 这一副业使得岗干艾里的收入相当不小。到 70 年代 , 岗干艾里还专门

买了拖拉机来给铅矿拉矿 , 收入就更为可观。由于这些原因 , 还有他们自己说的 “心齐” , 大家共同努

力 , 虽然是吃大锅饭 , 但是岗干艾里的效益还是很不错 , 生活水准比其他屯要好得多 , 是苏木范围内最

富裕的艾里。当时岗干艾里生产队的十分工分值一元钱 , 与内地富裕地区差不多。 正是如此 , 他们为了

他们所说的 “肥水不流外人田” , 屯子内部还制定了不招上门女婿的土政策 , 也不准外来人搬进来。他

们说 , 当时旗长的亲戚想搬进来 , 他们也想法拒绝:跟旗长说要羊可以给 , 但人不能搬进来。

岗干艾里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开始于 1983 年。按当地人的说法 , 岗干艾里的单干要比中旗的其他地

方晚一年。这主要是因为集体经济效益好 , 社区凝聚力强 , 大家并不愿分。但上面的政策难违 , 最后还

是分地分畜单干了。牲畜和打草场都分到家户 , 但放牧场仍归集体。分畜是按户等分的 , 六口人以上的

户为一等 , 以下的为另一等 , 不同户等分到不同数目的牲畜。打草场是按人七畜三的标准分的。 至于耕

地 , 如上所说 , 当时 , 艾里并没有耕地。以前到外嘎查去种地因为是国家的调配 , 所以也不用给外嘎查

交纳土地费。但是后来单干了 , 耕地被借地方收了回去 , 所以岗干艾里只好租种他们的耕地。当时租种

了 1200 亩地 , 同时也在自己屯子里开耕地。到 1986 年时 , 开垦了大概 400 亩地 , 从此就不再在外边租

种了。到 1990 年 , 开垦耕地达 1000 亩 , 到 1993 、 1994 年开垦到了 1700 亩 , 此后不再开地。新开垦地

也是分到各户。放牧场在 1988 年实行 “双权一制” 时 , 名义上也分到了各户 , 但仍然保持集体使用 。

自从实行承包责任制以后 , 岗干艾里的牧业发展很快 , 到现在 , 有的户的牲畜数已经从当初分到的几只

增长到了几百甚至上千只了。当然 , 也有个别户因为经营不善或别的原因 , 变为无畜户 、 困难户。

亲属联合体与社区

岗干艾里可以说就是一个亲属联合体。在岗干艾里 , 每家都有亲戚 , 每一家与别的任何一家都有直

接或者间接的血亲和 (或) 姻亲的关系。岗干艾里以前有三大家族———敖 、 包 、 张三家。但现在张家只

有一户人了 , 张姓其他家户都搬出去了。所以现在岗干艾里的社会结构可以说就是两大家族占主导 , 外

加其他几个如葛 、 张 、 白 、 包 (与大姓包不同的另一包姓) 等小姓的家户。而两大家族敖家和包家 , 其

实就是岗干艾里最先的开拓者 , 他们一开始就有姻亲关系 , 是表兄弟 , 一起迁到岗干艾里来的。

岗干艾里在亲属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有凝聚力的社区 , 人们对社区有着强烈的认同。在日

常的生活中 , 人们往往基于亲属关系而活动 , 反过来 , 这些活动又维系和强化了亲属关系意识。 近亲邻

里之间相互帮忙那是常事。在生活劳作中 , 哪家有困难 , 总能得到亲属的帮忙。而遇到突发的事故或陷

入困境 , 人们也是直接求助于亲属。 就是在一般的事情上 , 人们也会想着亲属间的互动。比如哪家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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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 , 总会邀请自家近亲亲属过来一起吃饭喝酒的。而在整个社区层面上的集体活动也很多 , 这主要依托

于节日庆典。在每年临近过年时 , 岗干艾里每家都会宰年猪。值得指出的是 , 猪肉不是一家人或与自家

近亲亲属分享的 , 而是与整个屯子的人分享的。无论哪家杀猪了 , 都会邀请全屯各家的人来吃肉喝酒 ,

每户都要派代表参加。而结婚嫁女 , 小孩满月 , 孩子考上好大学请客吃饭 , 中老年人的 49 、 61、 73 等

本命年生日 , 丧葬 , 葬后大办 , 祭敖包等这些活动 , 都是全屯的人参与的。 通过这些日常生活互惠互动

及节日节点的集体参与 , 社区的凝集力能得到很好的体现和维系巩固。当然岗干艾里社区的认同意识也

在与其他屯相区别时得到体现和加强。在岗干艾里人谈到对周边其他屯的认知和想象时 , 他们总是在说

自己屯与他们的风俗习惯不同 , 同时贬低其他屯 , 认为自己的屯人很勤快 , 有竞争心和上进心 , 而其他

屯的人都比较懒而不思进取。在这种对比之中 , 岗干艾里人获得一种强烈的优越感和认同感。

草牧场管理

岗干艾里的草牧场使用与管理状况则要比耕地复杂得多。之所以会如此 , 主要是因为最近二十年多

种与草原管理有关的政策交替实施的结果。岗干艾里与其他屯的边界一直以来都是很清晰的 , 无争议 。

艾里里传统的打草场与放牧场也是分得很清楚的 , 位置一直没变。在公社时期 , 牲畜属于集体 , 打草场

由集体管理利用 , 放牧当然也是集体游牧。1983 年开始单干 , 牲畜分到各家户。同时打草场也分到了各

家户 , 按人七畜三的标准分的。而放牧场则仍是公共的 , 放牧也仍是自由放牧。

但在自由放牧时并不是没有任何安排的 , 他们一直以来就有保护放牧场的本土方法 , 此安排就是分

牧制。分牧制就是将全屯的牲畜分成几拨 , 分开在屯子里放牧场的不同方位 、 区域来放牧 , 以防全屯牲

畜聚于一处放牧而造成放牧场局部的破坏。在每年春天 , 全屯的各家都要派代表开会 , 讨论安排新一年

里全屯各家牲畜的放牧方位 、 区域。一般而言 , 分到同一方位 、 区域的各家都是较好的亲属亲戚 , 这样

便于合作 , 一起放牧。商定了以后 , 在此一年中 , 就要在决定的大致区域里自由放牧 , 而不能放到别的

方位 、 区域 , 各家也都会互相监督。此分牧制到现在都还在实行。

影响岗干艾里的放牧场管理的政策主要是最近一些年实施的 “双权一制” 政策。在岗干艾里 , 这项

政策又是借助澳援项目推动的。可以说 , 这两件事加在一起 , 形成了岗干艾里放牧场目前的状况。

1983年刚单干的时候 , 全屯牲畜 1000 多头 , 但到 90 年代初就增长到了 2300 多头了。 不断增长的

牲畜给屯子周边的放牧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 沙化的情况也日渐严重了起来。因为 , 虽然岗干艾里拥有

的放牧场很大 , 但放牧主要是集中在屯子周围:夏秋天时 , 早上放 , 中午赶回来 , 下午再放 , 晚上又赶

回屯子关起来;冬春天时 , 早上放 , 到晚上才赶回来。无论夏秋还是冬春 , 都不可能放得太远。 这样就

使得屯子周边的牧草质量不断下降 , 而离屯远的地方的草却又得不到利用 , 人们就有了出户到屯外的想

法和愿望。 1993年 , 羊绒价格大涨 , 兼风调雨顺 , 在市场利益的驱动下 , 人们养羊的热情高涨起来 , 没

羊的买羊 , 有能力的甚至贷款买羊 , 母畜小畜都不卖。那年屯的牲畜总数就达到了 2700 头。此后数年 ,

牲畜数只能用 “暴长” 来形容 , 到 90 年代末期已经增长到 7000头了。当时认为 , 出户是势在必行的了 ,

“双权一制” 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推行的。

“双权一制” 的实行过程大约如下:1998 年开始 , 政府及澳援项目开始向岗干艾里的村民作有关

“双权一制” 的宣传 , 同时组织讨论分地事宜。 1998 年 , 打草场被重新作了调整 , 调整仍然按 1988 年时

的办法进行 , 人七畜三。此后放牧场也给分了 , 标准也是人七畜三。不过不是一开始就分到各家户的 ,

而是先分到组。每五户为一组 , 分了十组 , 各组自由组合 , 一般为亲戚朋友。分到组后 , 各组内各户再

自己商定怎么处置 , 商量是否分到家。据艾里达和书记说 , 牧场那时已经分到每一家户了 , 也就是说放

牧场使用权已经落实到户。在这过程中 , 澳援项目办为各家的放牧场划分了界线 , 他们还绘制了艾里各

家放牧场的边界地图。在界线明确以后 , 澳援项目的专家还作了各户牧场牧草质量的评估 , 并依放牧场

大小和牧草质量计算出了各户的合理载畜量及最大载畜量 , 此量也是草场监理部门进行草场监控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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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在分了放牧场以后 , 项目办又开始动员牧户打围栏和出户。打围栏就是将分到自家的打草场和放

牧场用铁丝网围栏围起来 , 而出户即是让牧户出户到分到的屯外的放牧场上 , 不再每天赶羊回屯里来

了 , 而是就在分到的自家的放牧场放牧 , 然后把羊关在那里。为了鼓励牧户出户 , 项目给愿出户的户每

户送每卷 200 米的围栏 15 卷 , 还帮助出户的户在放牧场打水井 , 以解决牲畜饮水问题。到目前为止 ,

全屯共有 11 户牲畜多的大户出户去了 , 而小户都还是在屯子周围放牧。 大户也有一两户没出户的 , 主

要是因为当时他们怕政策变动 , 还有便是放心不下牲畜。为什么小户不出户  他们的说法是:一是出户

成本很高。出户要建房子 、 买围栏之类的 , 费用不菲 , 难以承担 , 要出户的话就只能去铅矿上借高利

贷 , 但人们都担心高利贷还不了 。二是自家牲畜少 , 放牧场也小 , 出户不合算。屯里联合放牧的联户很

常见 , 但联合出户的联户倒很少 , 几乎没有。政府为确认这次土地改制 , 同每户重签了承包合同 , 颁发

了 “草原承包使用权证” , 确认草牧场使用权 30年不变。 2000年 , 政府又给每户颁发了 “草原承包经营

权证” , 确认牧户的承包经营权。屯子内部对草牧场的利用也有规定 , 就是草牧场不准出租转让给屯外

的人 , 不准在草牧场上开耕地和种树。

实施 “双权一制” 后 , 草牧场的使用管理产生了一定的变化。就打草场而言 , 最大的变化无疑是打

草场打上了围栏 , 开始各家管各家的了。在出户的大户给打草场打上围栏之后 , 其他大部分的户也纷纷

学习模仿 , 将自家的打草场围上了围栏。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 , 也不是每户都给自己的草场围围栏的 。

无畜户 、 少畜户往往并不围 , 大概是认为不值得投资这么大吧 , 当然或许也有经济上困难的原因。在以

牧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岗干艾里 , 少畜无畜 , 那就是困难户了。对于困难户来说 , 每年所需的干草不是

太多 , 而围围栏却要花费对他们的经济状况来说是很大的一笔钱 , 所以他们往往不围围栏。在 1983 年

单干时 , 每户都分有牛羊的 , 但由于经营不善 , 或其他的原因如家庭负担重 、 遇意外等等 , 有的户牲畜

就死了或卖光了而陷入了困境。当然也有刚成立新家而牲畜较少的。而畜牧业是繁殖性生产的 , 基数越

大 , 发展壮大就越快 , 所以很容易出现两极分化。现在岗干艾里最大的大户有一千多头畜 , 而最差的户

一头畜都没有。以前大户自己打草场的草不够用 , 会向少畜无畜的亲戚要草 , 在他们的打草场上打草 。

现在也还是一样 , 不过不同的是大户会将邻近的少畜无畜户的打草场也围上 , 围到自己家的打草场的范

围里边来。当然并不是说占用了少畜无畜户的地 , 而只是暂时性借用的 , 如果以后他们牲畜多了 , 要用

了 , 再归还。就如以前到无畜少畜的亲戚家打草不用付费一样 , 现在围用他们的打草场也还是不用付费

的 , 只是打个招呼就可以了 , 或者是过年的时候再送几只羊给他们。当然听说也有个别付费的 , 但只是

象征性地给点 , 与出租买卖还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说都是亲戚 , 不好意思出租买卖什么的。 艾里达说 ,

他现在也用了亲戚家的打草场 , 不过每年都还要买牧草 , 按每车两百块钱的价格买 , 但是所有买的草都

是从外屯买回来的 , 屯里亲戚的是不用买的。我们在对一个无畜户的访谈中也问了围地的问题 , 她说反

正自己也不用 , 围就围了 , 无所谓。至于给不给钱的问题 , 她说如果人家给钱的话当然也会要 , 但是都

是亲戚 , 可不能自己去问别人要钱的 , 而且平时有困难的话还得找有钱的亲戚帮忙。关于打草场的另外

一个变化就是出户大户的打草场。出户的大户除了围起了传统打草场上的地以外 , 为了方便 , 还在出户

的放牧场上围起一块牧地作为新的打草场。也就是说 , 出户大户的打草场要比小户的多一块。而且一般

来说 , 这新的打草场里的草也往往是重新种的优良牧草。

就放牧场的使用管理来说 , 变化的只是随大户出户围围栏而来的变化。大户出户后 , 已经将他自己

户的放牧场全部围起来了或者至少部分围起来了 (看各人经济情况而定 , 有的全围 , 有的部分围), 这

样别人家的牲畜当然就不能进入他们围起来了的放牧地去吃草了。不过 , 出户大户的牲畜可不是只在自

己围起来的放牧地中放的 , 都会放到自己地的外头去。因为大户家的牲畜一般都比较多 , 从自家牧场的

最大载畜量来说 , 都是已经超载了的。 在他们自家的牧场中放根本就放不开 , 更不用说在里面轮牧了 。

而小户人家的放牧方式则跟以前没太大的区别 , 还是在屯子周围自由放牧。也就是说 , 现在除了围起来

的地不能放以外 , 其他的 “几乎” 是可以随便放的了 (现在打草场也是围起来自家管理自家的了 , 不围

的肯定会给吃)。但是也不 “完全” 是不围的就可以自由放。因为经过了 1998 年的 “双权一制” 及围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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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等的行为后 , 人们的私有意识逐渐强烈了起来 , 人们对于草牧场的边界有了新的认识 , 人们已经有了

“你家的草场” 和 “我家的草场” 之分 , 尤其是牲畜多而草场质量下降导致牲畜的草不够用的大户更是

如此。因此大户对放牧场的边界看得更重 , 有的大户的放牧场虽然也还没全部围 , 但是他们慢慢地已经

不准其他户的牲畜进入了 , 他们会叫雇的羊倌撵走进入他们放牧场的牲畜。 而他们要用自家放牧场周边

少畜的亲戚 (先是按组分的 , 所以基本上是近亲属) 的牧场时也会先跟他们打招呼 , 过年时也会送羊以

作象征性的补偿。不过这也不是绝对的 , 因为他们都是亲戚 , 所以基本上还是可互相到对方的放牧场去

放。撵牲畜其实主要是在与外屯分界的地方的大户撵外屯越界进入的牲畜 , 自己屯里边的几乎没有。在

屯周边自由放牧的小户 (包括联户), 还有冬天时牲畜赶回屯里的出户大户 , 也还是实行分牧制。 还是

每年春天时各家都来参会 , 现在给屯里放羊放牛的羊倌牛倌也参加 , 讨论新一年的放牧方位 、 区域。我

们推测 , 现在各家放的方位 、 区域应该在自己 (或联户) 牧场所在的方位 、 区域 , 不过尚未获证实。在

访谈中 , 我们曾问过不少村民:“如果大家都有条件将自己家的放牧场围起来出户或联户围起来出户的

话 , 那这样是否行得通 ” 他们无论是大户的还是小户的 , 给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他们给的理由有两个:

其一是放牧场太小 , 围起来后牲畜根本活不了;其二是牲畜的饮水问题。牲畜饮水主要是靠公共的水

泡 , 而公共的水泡全屯就只有六个 , 所以不是每块地都有水的 , 围了以后 , 有的户的牲畜根本就没路去

水泡饮水了 , 就是各家打了水井 , 那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他们说还是自由放的好 , 你来我家的我去你

家的 , 这样羊才能活 , 草也才不会给吃光 。否则老是聚在一块小地方吃 , 草场很快就不行了。

图 2　岗干艾里牲畜发展趋势 (60 年代至 2004 年)①

　　对于 “双权一制” 的落实 , 各人有不同的看法。大户认为挺好 , 因为围起来的草牧场的草明显

要好于没围起来的公共牧地。一般的小户也认为不错 , 至少没有负面评价 , 毕竟大户出户后屯子周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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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一趋势图表明了岗干草场问题的复杂性。一眼看上去 , 会有人以为牲畜 (羊) 在 90 年代的

暴增是与同一时期草场的 “乱放” ———共有地性质相关。但是值得指出的是 , 在 90 年代初以前 , 羊的

总头数基本保持在 2000 头以下的水平长期不变。在那段时期 , 草场也是 “共有地” 。岗干艾里的牲畜发

展趋势并非与笔者在兴安盟的纯牧区的发现相吻合。在本文提到的纯牧区 , 牲畜 (以羊单位计算) 在同

一时期也经历了急剧增长的过程 (大约为原来水平的二至三倍)。 同一时期 , 岗干艾里所在旗县的半农

半牧社区的牲畜 (羊单位) 总增长仅有 20%左右。从岗干艾里人的视角看 , 90 年代以来 , 牲畜暴增是

90年代以来羊绒等市场需求及其价格激增引起的。这一点也与同一地区的纯牧区的经历差不多。 如前所

述 , 在纯牧区 , 放牧场已经于 80 年代初划分给牧户 (联户等) 长期承包使用 , 因此很难说牧民无限制

地扩大牲畜数量的行为是与所谓哈丁 “共有地悲剧” 相关的。



放牧场的压力减少了很多。虽然这几年草场质量还在走下坡路 , 但他们认为与 “双权一制” 没有关系 ,

主要是天然的原因 , 因为这几年气候不好 , 灾害多 , 如 1998 年水灾 , 2000 年白灾 (大雪), 2002 年和

2004年旱灾。但是从牲畜数目变化来看 , 至少可以发现一些问题。如在 90 年代末期 , 全屯的小畜 (羊)

数为 7000 只 , 到 2004 年已达近万头 , 而这些增长都是在 “双权一制” 落实以后。 可想而知 , 屯子的放

牧场的压力是如何之大 。据他们说 , 放牧场的草从 1983 年时的 30公分降到了现在的十几公分。

此外 , 无畜户和少畜户认为 , “双权一制” 没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化 , 解决不了他们的什么问题 , 知

道有这么回事而已 (指澳援项目)。对于 “双权一制” 及澳援项目带来的结果 , 不满的人也有 , 他们主

要是认为不公平。有的人认为 , 分地时虽然是抓阄的 , 但明显不公 , 有作弊的嫌疑 , 因为当官的人 、 有

钱的人 (他们统称为有能力 /能耐的人) 就能分得到好的地 , 而没能力的只能分到不好的地 。有的人对

“双权一制” 后有钱人可以随便圈地 (此指沙化地) 不满。

岗干艾里在科尔沁的半农半牧地带属于草场条件最好者之一。我在 2003 年至 2004 年期间 , 访问过

科尔沁半农半牧地区的十个左右的艾里 , 岗干艾里也是其中社区凝聚 (solidarity) 最强的一处。如以上

报告所发现的那样 , 这里是一个 “亲属联合体” 。虽然处在一个分散经营或私有化为主导旋律的时代 ,

但岗干艾里的亲属联合体仍然是这个社区的政治 、 经济和表征的结构性框架。如果用吉登斯式的语言来

说 , 在这个结构性条件下 , 岗干艾里人仍然能够有效地处置资源 , 使社区的权威继续合法 , 也使传统的

社区表征继续维系。①

但即使如此 , 岗干艾里的草场也仍在退化。从本文所关心的问题来说 , 岗干艾里的草场个案反映的

正是一个现实的草场管理的多重规范互相作用或矛盾的状况。在理解岗干艾里的草场管理制度时 , 不可

忽视的是它的亲属联合体 -社区结构与草场规范间的关系。我想就草场这种资源来说 , 它从岗干艾里人

的眼中看去 , 是属于这个亲属 -社区联合体的共同财产。 这种表征即使在私有化为核心的 “双权一制”

政策下也没有被取代。正是这一亲属共享财产的表征 , 在最近二十年 , 此地因实施多种政策和规范而使

草场管理规范变得支离破碎或 “碎片” 化时 , 继续凸显为岗干艾里的集体表征。正是依靠这一共财的表

征 , 岗干艾里的领导者才能够仍然有效地配置这里的自然资源。例如在最近十年 , 岗干艾里做得比较成

功的一件事情就是沙化地治理。在这里 , 值得引述一下以上报告中的有关内容。

岗干艾里的沙化情况是 1983 年单干以后才日益严重的 , 新增的沙化地主要是由屯子周边的牧场沙

化而成。据嘎查书记回忆 , 1983年时的沙化地最多 2000 亩 , 而到 90 年代末的时候已经达到了 8000 亩

之多。书记及村民都认为主要是因为羊太多了 , 外加上自然气候不好 , 所以才导致了沙化的严重恶化 。

但沙化地并不是不可治理的。当地人说 , “千年鱼子万年草” , 只要将沙化地圈起来几年不用 , 一般就又

变好了。从 2000 年起 , 岗干艾里开始治沙。从治沙的主体来分 , 可将治沙分两类:一类是集体的治沙 ,

另一类是个人的治沙。集体的沙化地治理其实就是退耕还草。共围了 5000 亩的沙化地。围起来的地有

的是以前分地时没人要而还没有分到户的沙化地;有的是各家沙化了的耕地 , 只要是沙化了就围。此行

为得到国家的支持 , 上面政府给了围栏 , 大伙一起干活将它围上了。同时国家还给耕地治沙的粮食补

贴 , 每人每年 50 块。虽然耕地给围了 , 但也没什么不愿意的 , 对于补贴也挺满意。沙化地围上后就禁

止使用了 , 屯里人相互监督。但这些地治好后如何处置 , 好像没有统一的说法 , 有的说会重新按人头

分 , 有的说以前是谁的仍归谁。

个人治沙是牧民谁自愿治 , 就可以将还没分的沙化地围起来。 个人围地治沙是 2001 年受了 “双权

一制” 围地的影响而兴起来的。个人治沙是无偿的 , 国家和集体都不给任何补贴 , 也不签任何的承包合

同。但是嘎查与自愿围地治沙者有约定 , 就是谁围了 , 地就归谁所有了。不过个人治沙的行为过去两年

被上级政府叫停 , 不再准私人围地了。因为能围地的都是有钱的人 , 而没钱的人很有意见。大概是为了

平息矛盾 , 所以目前已经禁止私人围沙地行动。

但是 , 我此刻怀疑 , 仅仅从所谓 “亲属联合体” 这一亲属关系视角来讨论岗干艾里的草场公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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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安东尼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 M] . 李康 、 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96～ 100.



制度 , 是一种人类学学生的学科想象。虽然这种进路有一定解释力 , 但它遮蔽了其他的问题侧面。首

先 , 在岗干艾里这样一个亲属结构与社区高度交叉的地方 , 那些属于亲属共同体的因素同时也是属于社

区性的特征。这就使问题变得不那么简单 , 不是说只需要抓住亲属关系就能够解释这里的一切问题。其

次 , 从这一个个案 , 我们能看到 50 年来影响中国乡村的各种大小政策 、 法规和其他因素在这里发挥影

响的痕迹。而且即使岗干艾里的现有亲属联合体的形成 , 也是与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制度 、 政策和政治

实践等高度相关的。① 因此要理解岗干艾里的草场管理 , 不能仅仅盯住艾里一个场所和那里的一种社会

制度 , 还必须联系到围绕着岗干艾里的其他层次 、 场所或系统以及制度来讨论问题。 例如在最近 20 年

内影响此地的草场规范的国家政策 , 如 “双权一制” 政策以及 “澳援项目” 等因素;例如国际和国内市

场对山羊绒和其他畜牧产品不断增加的需求所导致的牲畜头数剧增;例如地区性的气候变化等。 如果不

是嫌这篇文章拉得太长的话 , 我会将岗干艾里的个案与这些在同一地区 、 跨地区甚至跨国家 (例如羊绒

市场) 的其他系统联系起来讨论。再次 , 对以上这些宏观制度如亲属制度 、 政治政策和法规等的性质及

作用的讨论 , 必须和岗干艾里人视角的生活形式 , 例如他们的牧业生计习性的 “时间地理现实” ② 相联

系 , 才能对问题有更清楚的解答。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 , 我会就牧民生计习性的时间地理现实性与

“法” 的实施的关系进行一些讨论。我相信这个侧面会对理解以前一直困惑我们的 “宏大” 问题提供一

些洞见。

草场秩序的 “语言混乱” 与牧民生计习性的时间地理学

在本文的最后部分 , 有三个问题需要讨论。

第一 , 岗干艾里的个案说明 , 虽然在最近十年有了 “私产制” 式的草场 , 但是多套规则都在起作

用。如前述 , 私有产权并没有显示出改革设计者认为应该有的 “最大效用” 。与此同时 , 在多种规则并

存的情况下 , 岗干艾里的草场规则虽然在外人眼里看上去 “混乱” , 但在艾里人自己看来却是融贯的。

这可以以我对这个地方的认识为例。在我 2003 年第一次访问岗干艾里所在的芒来嘎查时 , 这个地

方被当作一个较好地落实 “双权一制” 政策 , 同时又保持集体放牧 (奶牛) 方式的典型介绍给我们。以

下便是我在那一次访问后写的几段笔记:

芒来嘎查传统上有较好的草场管理制度 , 实行 “双权一制” 时 , 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

了变通。“双权一制” 落实后 , 按照项目的要求 , xx 户牧业大户搬出村屯 , 最近的距离村屯 5

公里 , 各家都已经发了 “使用权证” 。 对于其余打草场 , 没有建围栏 , 但是不允许牲畜进入 ,

在每年春季打草之前雇一人看守 , 工资 1000 元 /年 , 年成好由村民付 (按亩数收费), 年成不

好则由嘎查负担。

与打草场的情况一样 , 放牧场 (除大户之外) 也没有围栏。放牧时 (主要指奶牛) 按照传

统的组合 (以邻舍为基础) 统一起来 , 有人在两三万亩的公用草牧场上放牧。这种集体放牧的

形式已实行很多年 , 实行 “双权一制” 后仍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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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点上 , 岗干艾里不是一个特例。不少对中国乡村社会最近半个世纪的实地研究表明 ,
在上世纪 50 年代的集体化以来 , 乡村社区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会关系得到了加强 , 社区内部的相互依
赖性也得到加强。参见阎云翔的 《礼物流》(Yan Yun - x iang , The F low of Gifts:Reciprocity and Socia l

Netw orks in a Chine se V illag e , Ph. D. disse rtation , Depar tment of Anthropolog y , Harvard Unive rsity ,
May 1993 , 该书已经有中文版) 和朱晓阳. 罪过与惩罚:小村故事 (1931 ～ 1997) [ M] . 天津:古籍出
版社 , 2003.

时间地理现实 (timegeog raphic r eality) 是地理学家赫格斯兰德 (T . Hǎgerstr and) 的用语 。
见安东尼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 M] . 李康 、 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195 ～ 203. 此外 , 有关
时间地理学可参见 Alf red Gell:The Anthropo lo gy o f Time:Cultural Constructions of Temporal Maps and

Images , Ox ford:BERG , 2001 , pp. 190～ 204.



管理制度:芒来嘎查实际上存在多种草原土地经营管理制度。如打草场已划分到户 , 但不

围栏 , 由集体管理;放牧场划分到户 , 属于搬出村屯的大户的私人自己管理 , 剩余的则由集体

管;沙地整治采取 “集体围 , 集体管” 和 “私人围 , 私人管” 两种方式。

嘎查书记认为 , “双权一制” 的宣传深化了老百姓对草场管理的认识 , 但是本嘎查的管理

方式没有太多变化 , 基本上依然依照以上的传统 , 而且针对嘎查中三个艾里的不同情况 , 也有

不同的管理制度 , 认为这是比较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管理方式。

很显然 , 我在第一次访问岗干艾里时 , 得到的印象是:那里存在多种草原经营管理制度 , 特别是存

在着放牧场的私人管理 (指大户所有部分) 和集体管理 (指其余草场) 两个互相排斥 、 边界清楚的部

分。在一年之后的第二次访问时 , 我才像岗干艾里报告的作者一样 , 了解到搬出村屯的大户 (例如岗干

艾里地图中标记出的 “书记家草场”) 确实利用澳援项目补贴 , 将自己名下的放牧场至少部分地打上了

围栏。与此同时 , 他们的牲畜仍然按照地方的放牧传统 , 能进入属于其他人的放牧场 (这些草场按照

“双权一制” 落实的地图 , 都有具体主人)。当然他们的羊倌在放牧时确实也要服从倒场轮牧制 , 或用岗

干艾里报告作者的话说 , 要遵循 “分牧制” 要求。

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  我当时的反应今天看来比较轻率。我认定 , 当地的大户是在两套同时有效的

规则间穿梭 , 并因此成为 “双重赢家” 。与此相反 , 牲畜较少或无畜的人家则成为 “双重输家” 。 我在这

样下结论时 , 显然只是基于一种反贫困产业的流行话语 , 即在 “利益冲突” 和穷人主体论的思维框架下

得出的判断。一个显然的误识是 , 没有从这个社区及其成员的生活世界的视角去描述这些规则的性质 ,

特别没有注意辨别它们是如何 “合理” 以及这些显得 “混乱” 的规则是如何相互融贯的。

基于岗干艾里的个案 , 我们还应该问:这种多重规则运作与草场退化趋势间有无联系  如果有的

话 , 那么是否可以将这个地方的草场退化归咎为 “市场化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 , 仍然有计划经济因素

在阻碍其发挥作用” 云云  用这种方式提问题 , 就像目前争论一些大问题一样。难道应该相信这是因为

私有化不彻底 , 没有达到经济学家阿罗想象的那种 “个体主义范式” 的原点吗 ① 难道需要教导牧民进

一步强化 “私有观念” , 或者如澳援项目设计书所说 , “改变牧民的行为” , 改变他们的 “习性” , ② 因

此 , 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继续朝这个 “出发点” 前进 , 直至达到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点———个体主义原点出

现为止  但是这里没有人会如此想。而我自己觉得 , 应该怀疑的正是这个所谓的 “出发点” 。写到此 ,

我想起蒯因引用过的一个比喻 , 将它用在这里也许还比较恰当。 那个比喻说:科学工作 (哲学工作亦

然) 就像海员一样 , 只能在浩瀚的大海上修补自己的船只 , 不可能将船拖回船坞 , 然后将船拆开 , 用最

好的构件重新组装。③ 这个说法可以用来喻指那种无视现实生活方式 , 想把它还原为一种 “原初条件” ,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理想的草原治理机制的思想困境。也就是说 , 设想一种使形式经济学推行所需要

的治理 “条件” 得到满足的语境 , 就像希望将漂泊在浩瀚大海上的船拖回船坞去拆卸一样不可能。

第二 , 在以上报告中 , 有关岗干艾里现有的草原管理制度受到那里的牧民习性或 “生活形式” 的影

响方面 , 谈得较多的是岗干艾里的亲属联合体制度及其对形成排他性的私人放牧场的制约以及这种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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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如是说:“个人主义范式的出发点很简单:所有社会互动归根结底都是个人的互动。经济

或社会中的个人如同化学里的原子;任何发生的事情都会最终通过对个人的描述而穷尽。当然 , 个人并

不单独行动。他们彼此互动 , 但是每个行动都由他人的行为以及个人对个体的限制而限定在一个范围

里 , 例如他或她的能力或财富。 [ Kenneth J. A r row , “Methodo lo gical individualism and social know l-

edg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4 , 84 (2), 转引自钟独安 (Duran Bell). 全球化时代的权力与生

存 [ M] . 5. ]

“改变牧民的行为”这样一个说法 , 在项目办公室内部遭到了项目组长(一个人类学者)的质疑 。

后来经过吉姆之手的文件就都不再这样说了 ,而代之以“恢复生计”等说法。

W V O 蒯因. 语词和对象 [ M] . 陈启伟 、 朱锐 、 张学广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 , 2005. 3 , 132.



结构有助于消除多种互相矛盾的制度和规范间的冲突 , 达成一种融贯性 。相比于此 , 其他生活形式侧面

则由于调查研究的时间和调查者语言等限制而了解不太深入 , 例如 , 报告提到的 “分牧制” 的详情及理

由等等。事实上 , 一些国内的人类学学者和内蒙古的本地学者往往将半农半牧地区放牧场无法实行承包

到户政策的归因于这种政策与蒙古人的游牧文化规范间的矛盾。① 他们认为 , 游牧文化观念的当代体现

是 “倒场轮牧” 规范。这些强调游牧文化决定论者一般都会推论出游牧传统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意识间

具有因果联系云云。

当然 , 人类学中也有人对这种有些 “非历史的” 和 “静止的” 游牧文化决定论不以为然 , 阿拉腾基

于一个牧业社区的民族志就是一例。② 虽然如此 , 我从阿拉腾关于这个社区的牧民生计的深度描述中得

到的一个印象却是:无论在人民公社时期 , 还是在 90 年代后期 , 放牧仍然是与蒙古人畜牧业生计相关

的习性之一。事实上 , 阿拉腾文所表明的是:这种习性一直存在 , 但它也随着时代和具体环境的变化而

变化。例如公社时代的牧民和 20 世纪末年牧民的放牧方式就有很大不同。总的来说 , 在两个时期 , 有

经验的牧人总是依据草原上的多种环境因素和传统规则来调整放牧的地点 、 时机甚至羊群移动的方式 。

以下便是阿拉腾对两个不同时代的牧人放牧风格的评论:

在放牧上 , 丹巴嘛木 (公社时期的牧人) 在该地是很有名的人 , 被人们看作是牧人的典

范 , 有关他放牧的一举一动都被人们欣赏。

…………

羊群往哪里走 , 主要看风向。还有草的气味 、 羊羔 、 饮水的地方等等也和羊群的走动方向

有关。家畜 , 特别是羊 、 山羊 , 除了冬春季节的强风以外 , 一般都是喜欢顶风移动的。早上 ,

羊群从高特里出来时 , 牧羊人最需要留意的 , 就是风向了。按照风向 , 牧羊人决定羊群一天里

要走的方向。阿达日嘎地区的风向 , 春天里 , 刮的主要是西北风 、 北风或者是西风 , 东风 、 南

风 、 东南风很少有。牧羊的人除了当天的风向外 , 还要留意阿达日嘎的地形 、 牧草的状况 、 饮

水的地点 , 靠这些来掌握羊群一天的走动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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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此 , 可以参见敖仁其. 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 [ C] .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 2004.

305 ～ 364. 此外可参见麻国庆. 草原生态与蒙古族的民间环境知识初探 [ A] . 邓晓华 林美治. 中国人

类学的理论与实践:“ 21 世纪人类生存与发展国际学术会议” 论文选 [ C] . 北京:华夏出版社 , 2002.

489 ～ 500.

阿拉腾认为 , 阿达日嘎的游牧生计方式是与该地方的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的 “时 - 空分布上

非均质性” 有关。也就是说 , 游牧的需要是因为 , “同样一个丘陵地带 , 在不同的地段 , 不同的时期里 ,
不论是牧草的分布状况 , 还是微气候上反映出来的水热条件 , 事实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游牧不仅是
一种以最少能量支出获取最多资源的生计活动方式 , 在这样一个十分有限的范围内游牧 , 还可以起到资
源持续利用的效果。可以说 , 游牧就是效益与资源的 ‘权衡’ 结果。” 而游牧的终止则是因为 , “人们通
过一系列的技术手段 , 如固定房舍 、 水井 、 围栏 、 耕地等 , 对自然资源的分布方式和自然条件的存在状
况加以充分的改造 , 使自然固有的时 -空异质性变为均质性 , 人在生物学上的局限性消除了。这样一
来 , 所有的资源就均匀地同时暴露在人的面前 , 人们就可以排除此时 - 空上的限制 , 自由利用资源。对
环境实施的这种一系列的改造 , 使得环境变得不适于最初的奠基者 (游牧者) 的生存 , 开始逐渐地让位
于新的人群的新的生存方式 , 文化开始明确地朝着下一个阶段演变。最终 , 高度适应了环境的奠基者无
法适应彻底变化了的环境而不得不让位于能够适应各种环境的人群 , 于是经过集团方式移民而来的一般
农民就以家畜的 ‘信托’ 方式逐渐地占领了这一生活环境。” 阿拉腾虽然没有批评这些新来的采用新的生
存方式者 , 但是从其书的描述看 , 该地的草原在最近 20 年已经日益退化 , 从以下所引的牧人放牧方式
的段落就可以比较看出。此外 , 所谓时 -空均质性的建立仅仅是基于一种 “国家推动的均值化” 项目想
象或 “市场推动的标准化” 想象。有关此方面的论述 , 参见詹姆斯 -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
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2004。值得指出 , 阿拉腾所描述的两个牧
民的放牧方式是我所读过的有关 “游牧文化” 的最微观和生动的片断。阿拉腾的描述可以类比格尔茨关
于摩洛哥高地的假装抢羊的田野笔记。从阿氏的描述中 , 也可以看出放牧这一活动是多么的 “厚” 。见
阿拉腾. 文化的变迁:一个游牧聚落的故事 [ M]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06.



…………

从丹巴嘛木的放牧情形来看 , 其所依照的是传统的放牧准则。他的放牧行动是传统放牧方

法在阿达日嘎这么一个具体环境中的演绎。在春天里 , 羊群的移动除了风向以外 , 还受所谓的

牧草的 “香味儿” 、 母羊对羊羔的需求以及羊群对饮水的需求等的影响。 牧民一般认为 , 在夏

天里 , 应当是羊群抓 “水膘 (y syn tarag)” 的时候 , 为使羊群采食更多的牧草 , 羊群的移动距

离就必须较平时更加远一些。而到秋天的时候 , 则是羊群抓 “油膘 (do syn tarag) 的时候 , 羊

群的移动距离就不能太远。于是 , 在夏天的时候 , 羊群在中午就不回高特休息 , 而是尽量去往

远处放牧。这时 , 因为天气炎热 , 羊群会分成一个个的小股 , 低头挤成一团 , 不断往前走去。

牧羊人放松管制的结果 , 羊群就会自然走到很远的地方。而在秋天里 , 因为天气不太炎热 , 羊

群不会挤成一团 , 再加上采食的时间长 , 牧草的生长状况又较现在好 , 用不着走得很远 、 很

快 , 羊群就能在较短的时间里吃饱。丹巴嘛木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自然条件 , 再利用自身在羊群

里的位置 , 适当地调整羊群的行动方向 , 就能很好地掌握羊群的行动方式 , 人与羊群的关系因

而也就是平稳的。

再看朝克的放牧方式 , 就能发现其较丹巴嘛木的方式有了很大的变化。将朝克的方法与

20 世纪 70 年代丹巴嘛木的方法相比较 , 会发现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70 年代的丹巴嘛木在野

外的时候 , 是时常走在羊群前头 , 诱导羊群移动的。 与此相对 , 朝克则是时常与羊群保持距

离 , 从羊群的后方追随其移动的。羊群移动的速度 、 距离 , 基本上取决于羊群本身的移动方

式。牧羊人的行为只是尾随在羊群后面数十或数百米远的地方 , 或者只是在野外的休息点之间

移动罢了。羊群移动方向的调整 , 70 年代是由牧羊人在羊群里的位置来行使的 , 人与羊群的

接触是平稳的 , 而 90 年代则是依靠羊群自身对周围环境的适应来行使的 , 人与羊群的接触则

是激烈的。丹巴嘛木与朝克放牧方法的差异 , 不用说有他们自身个人习惯方面的因素在起作

用 , 然而最根本的地方 , 似乎在于植被方面的差异。因为牧草严重缺乏 , 今天的朝克就不得不

将羊群的移动方式放任于羊群自身对环境的判断了。①

阿拉腾在书中完整地描述了以上两个牧人的放牧方式。他的描述甚至使读者对第一个牧人丹巴嘛木

的放牧 , 产生一种犹如亲见 “公孙大娘舞剑器” 的感觉。 总而言之 , 那是一部草原的游牧空间 、 时间 、

气候 、 动物 、 草和人的体验以及习性等等 “相互蕴含” ② 的放牧生活方式交响曲。 如前所述 , 虽然公社

时期和最近时期的牧民放羊方式有所不同 , 但放牧 , 而且倒场轮牧式的放牧是一种基本的牧业生活方

式。他们对这种方式的坚持 , 有时能使一个信奉 “科学饲养” 的外间人感到他们行为的 “不合理性” 。

我们所遇见的这一方面的例证也有。如在科尔沁地区 , 地方政府为了减缓草原压力 、 恢复生态 , 实行了

一项山羊全年禁牧的政策。但是在岗干艾里及其左近的地区 , 我们经常听到当地人 (包括农牧民和地方

政府官员) 称 , 山羊必须放牧才能活。有一天宝泉苏木达这样说:“你只要见到山羊还活着 , 肯定它就

是放牧的。山羊必须放牧 , 不放牧就是死 。”

我们问他为什么山羊必须放牧才能活时 , 宝泉的解释是:如果圈养 , 山羊的蹄子会烂。我们无从考

证宝泉的执信。我心中的疑问是:我确实在西南的重庆山区看到当地农民圈养山羊。难道此山羊非彼山

羊  我这样发问时 , 感到自己的表情像埃文斯 - 普里查德的一样。 上个世纪 20 年代 , 埃文斯 -普里查

德试图使非洲的阿赞德人意识到他们关于一种用于祈求神谕的东西———benge的看法是自相矛盾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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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腾.文化的变迁:一个游牧聚落的故事[ M] . 北京:民族出版社 , 2006. 68.

这里套用了梅洛 -庞蒂的用词。人类学中也有人 (John G ray) 对苏格兰边境高山的牧羊人放
牧活动与 “在家” 感或地域认同感的关系进行过研究。 Gray 基于海德格尔的 “栖居” (dwelling) 概念 ,
解释牧羊人的生活方式。他认为 , 牧羊人在山上放牧的活动中 , 使自己形成了对那些地点的情感依附 ,
或者说形成一种 “在家” 的感觉。(John G ray , “ Open space s and dwelling places:Being at home on hill

fa rms in the Sco ttish border s” , in The Anthropo lo gy of Space and Place:Locating Culture , Se tha M .

Low and Denise Lawrence - Zúňiga , Oxfo rd:Blackw ell Publishing , 2003 , pp. 224 ～ 244.)



阿赞德人的案例中 , 埃文斯 -普里查德以 “欧洲知识阶层” 的眼光看 , ① benge是一种由马钱子碱组成

的 “毒药” (阿赞德人不认为是毒药)。由此推论 , 一只用于祈求神谕的小鸡如果被喂了 benge , 只要有

足够的剂量 , 它就会死去。埃文斯 -普里查德发问:一只小鸡在祈求神谕中幸存下来了 , 如果再继续喂

它 benge , 那么最后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阿赞德人对于埃文斯 -普里查德的问题很不以为然 , 他们只好

说:它就胀破肚子了。②

在山羊不能圈养一事中 , 我想有意义的是:宝泉的话表明 , 这种信念是与一种具合理性的 “实在”

相联系的 , 或者说它是一种与特定生活方式相联系的 “规则” :放牧山羊是必需的。这是否可以说 , “游

牧” (以 “放牧” 一词表达) 仍然是科尔沁蒙古人的一种表征呢  如果我们承认放牧和倒场轮牧之合理

性 , 那么过后再说什么岗干艾里的富裕人家是 “双重赢家” , 便显得是一种 “浅描” 了。

我在 2003 年 3 月第一次到科尔沁的半农半牧地区作入户访问时 , 在一个叫广台号的嘎查开了一次

村民代表会议 , 在会上村民们提出放牧场无法分到户。他们认为 , 唯一可行的办法是 , 根据目前地方上

已经有的联户合作 (如放牧和耕地水井管理等), 合作管理放牧场。 我当时将这一地方建议向项目办汇

报 , 结果中方领导认为我不了解情况。他们认为:地方层面不愿意分地到户 , 是因为地方干部想将草场

控制在自己手中 , 以便将来招商引资 , 牟取私利。不久之后 , 我在访问一个叫塔拉的半农半牧社区时 ,

与那里的嘎查 (村) 支部书记讨论过放牧场承包到户的可能性。如前所述 , 我们当时的任务第一是要搞

清为什么草场分不下去 , 第二是要将它们分下去。由于有这样的背景 , 我被当作来分草场的政府的人 。

而我和支书间的对话也基本上是围绕着草场划分而进行的。书记在讨论过程中画了一张该社区的草场示

意图 (如下图), 然后将图用很多平行纵线分割。他说:我们的放牧场要按质地搭配公平分配 , 就只能

这样分。每一条有我家的房子和院子这么宽 , 有一两公里长 , “在这样的地上 , 我们怎么放羊 ” 他有些

愤懑地看着我说。

依我此刻的理解 , 这位支部书记想要的 “放羊” 就是如同牧人丹巴嘛木放牧一样 , 是能够追随季

节 、 风向 、 草香味儿和饮水源的活动。类似的对话在一年之后重演。 2004 年 6 月 24 ～ 25 日 , 在澳援项

目的一个试点地方双榆树嘎查召开的一次参与式评估研讨会上 , 到会的村民中有人利用会议的机会 , 再

次提出草场划分到户将会产生户与户之间跨越问题 、 牧道问题等诸多纠纷。 这次会议上还爆发了试图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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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文斯 -普里查德认为自己的看法与 “欧洲知识阶层” 的看法有别。

埃文斯 -普里查德发现 , 在这种境况下 , 阿赞德人不觉得有任何自相矛盾处。埃文斯 - 普里

查德也认为 , 这种信仰概念是一贯性的和合理性的。但是埃文斯 -普里查德的问题是:将对这种信仰观

念的描述置于与西方 “科学” 观念的比照下进行 , 而这样的比较叙述是以 “科学” 为真作为预设的。埃

文斯 -普里查德虽然在书中没有对此明确表达 , 但在其他稍微早些的著述中 , 他表示:“我们接受科学

与原始人接受迷信没有高下之别 , 但我们关于下雨是科学的 , 他们的不是 , 因为前者与客观事实相符。”

(转引自 P. W inch , “ Understanding a P rimitiv e Society” , in M ichael T. Gibbons (ed.), Interpre ting

Politics , Basil Blackw ell , 1989 , p. 34) 正因为如此 , 埃文斯 -普里查德的这些例子和论述后来被温奇

等用来当作埃氏不能理解阿赞德人魔法信仰制度之 “合理性” 的证据。见 E. E. Evans - Pricha rd ,

Witchcraft , Oracles and Magic among the Azande (Abridg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va Gillies), Ox-

fo rd:Clarendon P ress , 1976 , pp. 147;P. Winch , “ Understanding a P rimitive Socie ty” , pp. 39～ 41.



彻分草场到户的项目办人员与社区代表的冲突。这次会议的一个后果就是 , 项目的中心任务———落实

“双权一制” 政策 , 放牧场承包到户的试点计划———被颠覆。

“山羊必须放牧” 的信念 、 基层对放牧场承包到户的抵制等等与牧人丹巴嘛木的放牧方式合在一起 ,

就使此刻的我对于本文提出的一些问题有了如同进行网络超级链接一样的解答。我好像看到丹巴嘛木们

和他们的羊群在草原上按照风向 、 季节 、 草香味儿和水源等等舞步而行 , 他们声称不放牧羊必死 , 他们

无视 “自然条件的时 -空均质性” 前提 、 制定的国家地图上的地界 (只要这些地界上没有围栏) ……如

果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有关 “农牧民的地图是什么” 的问题 , 那么我现在似乎对这张地方地图看得更清

楚了。我现在对以下这些问题也更多了一层认识:为什么在半农半牧区 , 放牧场的 “双权一制” 落实不

下去  为什么在牧区 , 从国家视角来看不公正的草场分配方式 (如只按牲畜头数分 , 只分给坐地户) 却

在地方上是公正的  为什么岗干艾里的大户们的羊能够在别家的草场上放  为什么戴钦塔拉的外来户撵

不走  为什么澳援项目的草场承包计划会被推翻  等等。简言之 , 宝泉们的片语只言和牧人们不起眼的

日常行为及其时间地理现实①, 足以使人洞见丹巴嘛木们的生活世界 , 当然它们也在在透露出这个世界

的秩序与利用国家意志推行的 “法律” 系统间的隔阂和对立。

但是如要对这些问题有一个 “深度” 的解释 , 只有基于对岗干艾里人生活方式的进一步长期参与观

察才能获得。只有通过那样的参与和观察 , 才能了解岗干艾里人关于草场共享的信念是如何与牧人丹巴

嘛木式的草原爵士般的生活方式或习性相关联的。②

第三 , 岗干艾里个案表明 , 所谓 “放开进入的自然资源” 或无管理的共有地即使存在 , 也不是在什

么虚幻的 “原初条件” 下出现 , 相反 , 它倒可能是因为与产权有关的多种法规和政策在一个 “有管理的

共有地” 上实施 , 造成一种 “法律语言混乱” (confusion o f leg al tongues) 的结果。这种 “混乱” 使草场

处于私人 、 社区和国家三不管的 “放开进入” 状态 。③ 这可以说是我在内蒙古的一个发现。说得具体一

些 , 一方面是岗干艾里人出于社区共有的传统和生计习惯 (与所谓游牧文化相联系的倒场轮牧习惯及相

应的时间地理学), 想保持草场的公共管理 (最起码是想获得丹巴嘛木和朝克体验其放牧生活方式的时

间和空间);另一方面是当今的 “双权一制” 政策等要求他们 “明晰产权” , 将草场承包到户 , 即在 “管

理的共有地” 上推行个体主义的可交易性制度 , 其结果就是使共有地的情况变得更糟糕。

一方面 “放开进入的自然资源” 这样的共有地 , 在 “双权一制” 落实以前的岗干艾里只是一种虚幻

的存在 , 另一方面所谓自主性的 “市场主体” ———个体主义规范下的原初 “个人” 也是幻想。但是问题

在于 , 最近几十年来 , 无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 还是现代法治理念趋向的产权改革 , 都是基于以上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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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人们的例行化行动 、 时间地理学与秩序的关系等 , 参见安东尼 吉登斯. 社会的构成

[ M] . 李康 、 李猛译 , 北京:三联书店 , 1998. 195～ 206.

这一个个案也使我反思本人在云南的 “小村” 个案。在那里 , 从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期 (1983
年) 土地承包以来 , 首先 , 村内土地一直三年一小调整 , 五年一大调整 , 其次 , 农民并没有要求土地私
有的积极性。过去我没有从小村人的生活习性和具体环境的层面来考虑土地 “共享” 信念影响因素。如
果考虑这些因素 , 首先 , 我们会发现:小村人起码在最近 60 年的历史上有保持粮菜混作和均衡的习惯 。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可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在 60 至 70 年代反对将村民分成蔬菜和粮食专业队。其次 , 小村
的耕地自从合作化以来 , 保持 “倒田” 的安排 , 即一块地种三五年蔬菜 , 然后改种稻谷。这样使虫害减
少 , 地力恢复。这种 “倒田” 制度在承包制实行后 , 通过三年一小调整五年一大调整体现出来。再次 ,
自从 2005 年初以来 , 小村由于城市化的扩张 , 耕地正在迅速减少 。在过去一年 , 这个基本以农为业的
社区的土地已经减少近半 (约八百亩), 剩余的耕地将在最近二三年内全部消失。我在去年和今年两次
访问该村时 , 发现一些过去习惯每日到田间耕作的小村中老年人 , 都以 “不习惯” 来抱怨目前的生活 。
他们就像得了所谓 “幻肢” 症———被截去腿或手的病人仍然感到有痒痛等来自原先肢体的部位。 正是这
些发现 , 使我意识到过去对小村的秩序规范的研究虽然强调了公共性的表征和一些政治制度性的因素 ,
但是对那里的人们的生活形式的深入仍远远不够。

虽然在岗干艾里这样的社区团结强的地方 , 人们能够以 “亲属联合体” 的表征来融贯互相矛

盾的规则 , 但是这个社区的草场继续退化的现象也不能不使人联想到 , 这是与法律语言规范有关联的。



幻想前提的。很明显 , 市场导向的私产制度闯进的是一个按传统规范管理着的草场 , 但是改革倡导者们

将这里幻想为个体主义可以自由驰骋的 “开放地” , 并想按完全开放地的假设前提去实施治理。当这个

市场幽灵无视现实的生活形式时 , 这些内在的社会关系并不会挥之即去 , 相反它们仍然在那里 , 它们会

粉碎理想的或梦幻的市场图景。岗干艾里的放牧场今天的状况就是这种超现实主义幽灵游荡的结果。我

想这一发现应该对我们理解今天面临的另外一些大问题也有帮助。今天在一些大问题的讨论上 , 仍然是

在此种似是而非的前提下进行。举一个目前常被提到的例子来说。当前在讨论改革是否需要继续时 , 对

立的双方好像都很有道理。一方是将过去 20 年的问题归结为市场化改革 , 另一方则称问题的关键是改

革不彻底 , 使权力和金钱结合等等。这些对立想法或多或少都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 即如前所述 , 它们都

不考虑如下处境:作为海员 , 我们的问题是该如何在浩瀚的大海上将船修好 , 而不是声称必须将船拖回

船坞去拆卸 , 声称可以用最好的构件在那 “原初条件” 下进行重新装配等等。从政策制定者的反应来

看 , 似乎除了紧紧抓住 “改革” 这一表征或口号外 , 也没有提出什么具体内容来。因此这样的争论到目

前为止 , 仅仅形成了新一轮 “语言混乱” 。如果岗干艾里和此前谈到的纯牧区的个案能有什么启示的话 ,

应该说 , 对这些个小地方的 “法律语言混乱” 的辨析 , 使我们理解具有实践合理性的法制规范必定是那

种与该地方的人们之 “生活形式” 相融贯的东西。我们在评价这种秩序规范的时候 , 只有将它置于特定

地方的社会关系背景中才可以。除此准则外 , 我们应该拒绝任何其他的所谓 “左” 或 “右” 的论争。因

为它们都是基于似是而非的前提 , 它们除了造成更多的 “语言混乱” 外 , 不会带来积极的后果。

附录:按照 “双权一制” 政策落实和澳援项目绘制的各家放牧场边界图 (局部)

注释:此图可以与书记画出的草图的西北角基本相对应。图中阿拉伯数字标出各户的承包草场 , 其

中 “9” 号为书记家的放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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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1世纪中叶建国 100周年时 ,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正如当年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那句歌词 , 激励许多志士仁人甘愿抛头颅 、
洒热血 , 率领广大人民群众走向救亡图存 、 誓死抵抗日本军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暴行一

样 ,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 在当前同样是最具号召力 、震撼力的实践口号 , 是能够鼓舞

我国各族人民 、 各界人士为之奋斗 、 为之献身的巨大的精神力量 。

前些年 , 我曾一再提出过这样一种看法:在国际上我国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相比 , 在
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存在有一定差距;在国内汉族与大多数少数民族相比 , 甚至在少数民

族之间 、在不同地区之间相比 , 在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上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为此 , 我国在

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道路上 , 必须想方设法 , 逐步缩短以至完全消除这两种差距。这是时

代的要求 , 也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的愿望 。
我们高兴地看到 , 在 2006年 1月 4日 《人民日报》头版 , 刊载的 《再创辉煌话 “十

五”》中说:“盘点 ‘十五’ , ……国民经济持续 、 快速 、健康发展 , 综合国力进一步增强 。

据第一次全国经济调查的最新数据 , 到 2004年 , 我国 GDP 总量达 1. 9317万亿元 , 位居

世界第六 , 紧接第四位的英国的 2. 133万亿元 , 第五位的德国的 2. 0463万亿元。” 对
此 , 我们应该感到高兴 , 但是千万不能因此而感到满足 。因为我国的领土 , 仅比欧洲略

小 , 我国的人口却远较整个欧洲的三十几个国家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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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fusion of Tongues and the Communal Grassland

ZHU X iaoyang
Abstract:In this article , the autho r , starting f 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 examines the

problems of manag ing so-cal led “communal g rasslands”. Based on the data col lected f rom

f ieldw ork , the art icle f irstly examines the me thodo logical individualism which is a pre-as-

sumpt ion of Neo Classic Schoo l , a mainst ream economic perspective in managing the prob-

lem of degeneration of the g rassland. The author argue s that the assumption of methodo-
log ical individualism is not able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soundly w hen it is viewed across

the socio-cultural contex t. Then secondly the author comes to point out that the Ostrom’

s model of manag ing the communal lands has , in fact , some limi tations also. A nd thi rd-

ly , the ar ticle , by using e thnographic data of the histo rical process and social sy stems

from a pasto ral communi ty to discuss the management of the communal grassland and ex-

isting diso rder in it s regulations. A t the end , f rom a temporal-spat ial perspect ive , the ar-

t icle discusses the majo r problem of resto ring orde r in the g rassland by linking the charac-

teri st ics of pastoral livelihood to herdsman’ s time-geog raphic reality.

Key words:Anthropo logy of law ;Holism ;Methodolo gical individualism;Time-geo-

g raphic reality (*P.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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